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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览 

中国每年有超过 5000 万人遭遇偷盗，2600 万人遭遇诈骗——但其中不足 2%最终进入

法院判决。侵犯财产类犯罪仍然是影响普通人日常生活最广泛、最持久的犯罪类型，在公

安刑事与治安立案中合计占比超过六成。本报告基于三项全国性社会调查（CFPS、CHFS、
CLDS）、114 万份刑事判决书和数十万条行政处罚记录，系统论证了一个核心命题：合理

的消费信贷供给不仅是金融命题，更是社会治理命题：它能发挥类似于“社会安全网”的

作用，在家庭和个体突发经济冲击转化为犯罪行为之前发挥缓冲作用，有效降低侵财类犯

罪的发生概率，释放显著的社会红利。 

侵财犯罪的本质是“经济短缺的非法补偿”。对判决书的深度挖掘显示，盗窃犯罪的

动机高度集中于经济压力：有人因“没钱吃饭”偷盗食物和低值财物，涉案金额仅数百元；

有人为支付子女学费、家人医疗费而铤而走险。被告人中八成为无业或农民，首次犯罪的

年龄峰值仅 19 岁，盗窃案人均涉案金额的中位数不过 3500 元。这些大量的生存型、特殊

负担型低案值街头犯罪，根源在于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缺口的叠加。值得注意的是，这

类犯罪人均涉案价值往往很小，却以相当的数量持续存在，这恰恰反映出正式救济的缺位：

当社会救助、医疗保障等正式保障尚未覆盖到这部分人群时，依商业规则与市场逻辑运作

的消费信贷，恰好能补上这道缺口，发挥一种临时性的补充救济作用。对于这类犯罪，单

纯的刑罚威慑效果有限——侵财罪 62.7%的刑期在一年以下，盗窃被告人中 51%有前科且

比例逐年上升。消费信贷作为缓解流动性约束的核心工具，正好切中了侵财犯罪最大的动

机来源与最大的受害群体，在犯罪治理中的潜在空间极为可观。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缩小信贷可及性的地区差距，并推动借贷渠道的正规化。2011-2023
年间，一线与五线城市之间的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差距缩小了一半以上，信贷服务的地

理门槛正在快速降低。与此同时，家庭消费贷款的正规化程度持续上升：银行等持牌金融

机构渠道占比逐年提高，其它渠道（含民间借贷）显著下降。数字金融平台成为连接正规

信贷与家庭的关键“毛细血管”，是唯一在所有城市等级中均显著促进消费贷款的渠道。 

实证分析表明，消费信贷发展能够降低侵财事件的发生率，并改善居民的治安感知。 
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每提升一个标准差，居民财物被偷的概率下降约 0.86 个百分点。在

数字普惠信贷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个体对所在地治安环境的评价普遍更好——尤其在农

村地区和高人口流动地区，信贷的可得性有效缓解了因经济压力引发的侵财行为，提升了

公众的“体感治安”。传导机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信贷渠道——降低借款被拒绝的

概率，平滑家庭收支波动；就业渠道——支持创业与就业转型，提高犯罪的机会成本。 

基于上述发现，本报告建议国家鼓励并支持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合理的信贷服务。 具体

而言：深化数字普惠金融，将消费信贷全面纳入持牌机构框架，避免高利贷和暴力催收等

次生社会问题；完善征信体系，治理多头借贷与过度负债；实施精准风控，实行适当性原

则，使授信额度与偿付能力科学匹配；配套金融素养教育，引导居民树立理性借贷和守信

意识。深化消费信贷的覆盖与质量，等于为低收入群体织密一张“社会安全网”，在经济

压力转化为犯罪行为之前提供一道制度性缓冲，是“以疏代堵”的社会治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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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消费信贷的犯罪治理效应：核心实证 

本章呈现本报告最核心的实证结论：消费信贷的发展可以显著降低普通人遭遇偷盗等

侵财事件的概率，并改善居民对当地治安环境的评价。在展开实证分析之前，有必要先简

要交代本章的分析框架、核心变量与数据来源。 

分析框架与数据概览 

理论逻辑：从流动性约束到犯罪动机 

为什么消费信贷能够降低犯罪？本报告的分析框架基于犯罪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侵犯

财产类犯罪在本质上是“经济短缺的非法补偿”。当个体面临短期资金缺口——失业过渡

期没有收入、突发医疗支出无力支付、子女学费难以筹措——而合法的融资渠道又不可及

时，部分人会转向偷盗、抢劫等非法手段获取资金。这种由流动性约束引发的犯罪行为，

在低收入群体、流动人口和社会保障覆盖薄弱的地区尤为集中。 

消费信贷的介入恰好作用于这一传导链条的关键环节。通过提供短期流动性，消费信

贷帮助家庭平滑收支波动、应对经济冲击，从而降低“经济绝望”转化为犯罪行为的概率。

这一机制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一是信贷渠道——降低借款被拒绝的概率，减少家庭对

非正规高利借贷的依赖；二是就业渠道——支持小微创业与就业转型，提高犯罪的机会成

本。更详细的理论推演与国内外文献梳理，见本报告第五章。 

核心变量与数据 

本章的关键解释变量是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中“业务深度”维度下的

“信贷”分指数。指数越高，意味着该地区居民获得消费信贷服务的门槛越低、使用频率

越高、信贷金额越高。该指数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时间跨度为 2011—2023 年，为面板回

归提供了充分的时间与空间变异。关于该指数的编制方法与各城市等级的发展趋势，详见

第四章和附录中的数据介绍。 

被解释变量方面，本章采用了多个变量，包括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受访

者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遭遇被殴打、被骗、被偷、被恐吓勒索、被抢等事件；中国家庭追

踪调查（CFPS）中受访者对当地治安水平的评分等。本报告未采用裁判文书网的判决数据

或公安部门的立案数据作为犯罪行为的代理变量。原因在于，从犯罪行为实际发生到最终

被法院判决，存在显著的“漏斗效应”（详见第二章）。以判决数衡量犯罪，会严重低估

真实的治安状况，甚至产生方向性偏差（执法越严的地区判决越多，但治安可能反而更

好）。因此，本章直接采用大规模社会调查中居民报告的受害经历与治安评价作为因变量，

更贴近真实世界的治安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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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裁判文书网的城

市层面案件数据的介绍，请见附录。 

本章结构 

基于上述框架，本章依次展开三部分分析：首先，检验消费信贷发展是否降低了被偷、

被抢等侵财事件的发生概率，其中我们还检验了法院判决量与居民受害感知犯罪行为之间

的关系；其次，分析信贷发展对居民治安评价的影响及其城乡与流动人口维度的异质性；

最后，检验信贷渠道（降低借款被拒绝概率）作为传导机制的证据。 

被偷的概率在下降：消费信贷发展对侵财事件的抑制效应 

基于 CLDS 2014和 2016年两轮面板数据，考虑到这一类事件发生的比例较低，我们计

算了各省份居民遭遇被殴打、被骗、被偷、被恐吓勒索和被抢五类事件的发生比例，作为

被解释变量。 

实证分析消费信贷发展对上述几类事件的影响，回归结果展示在表 1.1 中。其中，

Panel A 中，除了关键的解释变量，回归只控制了城市层面的固定效应和年份效应，Panel B 

则进一步控制了城市层面因素，如人均 GDP、人均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对数、城乡居民人均

存款对数、人口、财政、数字化程度等。 

从表 1.1 可以看出，Panel A 中方程（3）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0.861，p<0.05），表

明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每提升 1个标准差，该省财物被偷的发生比例平均下降约 0.861个

百分点。这一数字的经济含义可以这样理解：样本中信贷指数的均值为 100.4，标准差为

27.9，提升“一个标准差”意味着从 100分左右升至约 128分——相当于从全国平均信贷可

得性水平跃升至明显高于均值的状态。对应到标准化变量上，均值为 0.511、标准差为

0.839，这一变动幅度在样本分布中具有实质意义，并非边际微调。换言之，当一个地区的

数字信贷发展程度从“中等”提升到“较高”，当地居民财物被偷的概率会实质性地降低

约 0.86 个百分点。 

进一步控制城市层面变量后，该系数小幅收窄到-0.827（p<0.05），仍然显著。这说明

信贷发展对财物被偷的抑制效果并非由城市经济规模或金融存量等背景因素所驱动，而是

信贷可及性本身的独立作用。 

在其他事件类型上，财物被骗、被恐吓勒索、财物被抢的回归系数均为负，但未达传

统显著性水平。值得注意的是，六类事件中有五类的系数方向为负，事件总计比例的系数

也为负（Panel B 中 p=0.103），整体上呈现出一致的负向模式。虽然单个方程的显著性有

限，但系数方向的高度一致性表明，消费信贷发展对多种侵财事件均存在抑制倾向，并非

仅对“财物被偷”这一项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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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进行了两项稳健性检验。第一项以 CLDS 个体权重加权后重新计算省份层面的事

件发生比例（CLDS 对广东等省份存在超抽），第二项以地区层面事件总量的对数替代发

生比例作为被解释变量。两项检验的回归结果（见附录表 A.1和 A.2）与主回归方向一致：

在加权比例的回归中，财物被抢的系数显著为负（p<0.01），财物被偷的系数也为负，虽

然显著性有限（p=0.133）；在总量对数的回归中，财物被骗和事件总计的系数显著为负，

财物被偷的系数为负，且接近显著（p=0.102）。核心结论——消费信贷发展降低侵财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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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概率——经受住了被解释变量测量方式变化的检验。 

漏斗之下的真相：判决数据为何不能代替治安现实 

前一节发现信贷发展能降低居民实际遭遇的侵财事件。本节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切入：

法院对侵财案件的判决数量，是否与居民实际感知到的被偷风险相关？这一分析的目的不

是直接检验信贷效应，而是进一步验证“分析框架”中提出的一个方法论判断——判决数

据与居民实际受害经历之间存在系统性偏差，因此不宜作为犯罪的代理变量。我们以

CLDS 省份层面的“财物被偷比例”为被解释变量，以裁判文书网中侵犯财产、盗窃罪、

诈骗罪和刑事案由四类案件数（对数）为解释变量，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控制城市

层面的影响因素。 

表 1.2 结果显示，盗窃罪案件数的系数显著为负（-0.220，p<0.05）：一个地区进入法

院审理的盗窃案件越多，当地居民报告的财物被偷经历反而越少。这意味着司法处罚可能

具有犯罪威慑效应——执法越严格，街头盗窃的实际发生率越低。但诈骗案件数和刑事案

件总数对财物被偷无显著影响，这与预期一致：偷盗是最贴近居民日常的侵财行为，只有

盗窃罪的专项打击才与这一特定受害经历直接相关。 

 

这一发现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判决数多的地区，居民实际被偷的经历反而更少。

这说明犯罪案件数与真实治安水平之间存在方向性偏差——用判决数据衡量犯罪，不仅低

估了真实规模，还可能把执法严格（因此治安较好）的地区误判为“犯罪高发区”。这也

是本章选择社会调查数据而非判决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核心原因。 

我们进一步检验了省份层面财物被偷事件是否影响公诉和批捕数量（见附录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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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均不显著。这进一步印证了从犯罪发生到司法终局之间的巨大漏斗效应：侵财类犯罪

的实际受害规模与公诉批捕数量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关联。 

谁的安全感在改善：消费信贷发展提升个体的治安评价 

前两节聚焦于客观侵害事件——居民“是否被偷”。本节转向主观感知维度：信贷发

展是否改善了居民对当地治安环境的整体评价？分析基于 CFPS 2014 年截面数据中个体对

所在地治安状况的评分（1—10 分，数值越高评价越好），采用 OLS 回归，控制年龄、性

别、受教育程度、收入、城乡、家庭规模及省份固定效应。考虑到城乡二元结构可能导致

效应差异，我们分总样本、城市和农村三组报告结果（表 1.3）。 

 

在总样本中（方程 1），信贷指数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城乡虚拟变量显著为负（-

0.352，p<0.05），表明城市居民对治安的评价系统性地低于农村居民。这一城乡差异提示

信贷效应可能在两类地区的方向不同，加总后相互抵消。 

分城乡样本的回归验证了这一判断。在农村样本中（方程 3），信贷指数的系数显著

为正（0.841，p<0.01），即信贷发展每提升 1 个标准差，农村居民对当地治安的评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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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0.84 分，效应在经济意义上相当可观。这与核心理论预期一致：在社会保障覆盖较薄弱

的农村地区，消费信贷的可及性直接缓解了家庭的流动性约束，降低了因经济压力引发侵

犯他人财产行为的可能性，居民的安全感随之改善。 

然而在城市样本中（方程 2），信贷指数的系数显著为负（-0.210，p<0.01），这一结

果与理论预期相悖。我们认为这更可能反映的是截面 OLS 回归中的遗漏变量问题，而非信

贷发展本身导致了治安恶化：信贷发达的城市往往同时也是经济更活跃、外来人口更密集、

社会异质性更强的城市，这些难以完全控制的背景因素独立地压低了居民的治安评价。此

外，城市居民对犯罪信息的获取渠道更多（新闻、社交媒体），主观感知的治安风险可能

高于实际风险水平。正因为截面 OLS 无法分离这些因素，下一节将引入人口流动性变量进

行更精细的分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表 1.3 的模型整体解释力（R²约为 2%-3%）较低。这在以主观感知为

因变量的大样本微观回归中是常见的——个体治安评价受到大量无法观测的个人心理和经

历因素影响。本章关注的是信贷指数的回归系数方向与显著性，而非模型的整体预测能力。 

流动的人，流动的风险：人口流动性如何调节信贷效应 

上一节发现，信贷发展对治安评价的影响在城乡之间方向相反，总样本中的“不显著”

实为两种效应相互抵消的结果，即“异质性导致的平均效应抵消（heterogeneous effects 

with offsetting average effect）”，换言之，“平均没有效果”的背后，是两个方向相反、各

自显著的真实效应叠加的结果。本节进一步追问：除了城乡维度，人口流动性是否是另一

个关键的调节变量？在大量外来人口涌入的地区与人口相对稳定的地区之间，信贷发展的

治安效果是否存在差异？ 

我们先分别按城乡和流动人口高低进行分组回归（详见附录表 A.4）。结果显示，加

入省级流动人口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后，总样本中信贷指数的系数变为显著为负（-0.100，

p<0.01），流动人口比重本身也显著为负——这与现有文献的结论一致，即流动人口规模

越大的地区犯罪率往往越高。但城乡分组和流动性分组各自仍存在方向差异，因此我们将

两个维度交叉，形成“城市×高流动”“城市×低流动”“农村×高流动”“农村×低流动”

四组子样本，以更精确地识别信贷发展的异质性效应。 

表 1.4 报告了四组交叉子样本的回归结果，图 1.1 对系数进行了可视化。 



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 

7 

 

 



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 

8 

两个核心发现值得关注。第一，信贷发展的效应在高流动人口地区更为敏感——无论

城市还是农村，高流动组的系数绝对值都远大于低流动组。这与理论预期一致：流动人口

普遍面临更严格的流动性约束（户籍壁垒、社保缺失、收入波动大），信贷可及性的改善

对他们的边际效用更大。 

第二，高流动人口地区内部，城乡效应方向截然相反：农村高流动地区的系数显著为

正（3.657，p<0.01），城市高流动地区则显著为负（-1.199，p<0.01）。两者在总样本中相

互抵消，正是导致前文全样本回归“不显著”的原因。 

如何理解城乡方向相反这一现象？ 

在农村高流动地区，信贷发展的正向效应符合核心理论预期。外出务工人员返乡或流

入带来的经济压力显著，而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覆盖相对薄弱。消费信贷渠道的拓展直接

填补了这一缺口，帮助居民应对突发支出冲击，从而减少了生存驱动型侵财行为的发生土

壤，居民的安全感随之改善。 

城市高流动地区的负向结果则需要更审慎的解读。我们认为这一结果更可能反映的是

遗漏变量问题，而非信贷发展本身导致了治安恶化。具体而言，信贷发达的城市往往同时

也是经济最活跃、外来人口最密集、社会异质性最强的城市——这些因素独立地降低了居

民的治安评价，但在 OLS 截面回归中难以被完全控制。课题组在后续的补充分析中，按照

更细的城市等级（一线、新一线、二线至五线）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在高线城市

（一线、新一线）和低线城市（四线、五线），消费信贷发展均与治安评价的改善正向相

关。这表明，城乡二分法过于粗糙，将“城市”作为整体掩盖了内部分化——负向系数更

多反映的是大城市固有的治安感知压力，而非信贷发展的负面效应。 

这一组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以全国或城乡合并样本为依据评估普惠金融的社会治理

效果，会系统性地低估其在农村高流动地区的真实收益，同时也可能误读城市地区负向系

数的含义。精准评估与精准施策，需要将城乡结构与人口流动性作为不可忽略的分层维度。

综合本节所有分组分析的结果，消费信贷发展对治安的改善效应是真实存在的，但其强度

和显现方式因地区特征而异——在农村和高流动人口地区最为显著，在城市地区则需要更

细的分组才能识别。 

从“借不到”到“借得到”：消费信贷治理效应的传导机制 

前文实证结果表明，消费信贷发展对侵财事件的减少与治安状况的改善均存在显著正

向效应。本节进一步追问：这一效应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我们重点考察信贷渠道——即消

费信贷发展如何作用于家庭的信贷需求，并降低其借款被拒绝的可能性，进而缓解经济压

力、压缩侵财犯罪的动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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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汇报了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对信贷需求与借款被拒绝概率的影响。数据来自

CFPS2014，该调查直接询问了受访者是否有借款需求，以及在有需求的情况下是否曾遭到

拒绝，我们分别在 Panel A（信贷需求）和 Panel B（借款被拒绝）两个部分回归。考虑到城

乡结构与人口流动性对信贷行为的调节作用，回归同样按“城/乡×高/低流动人口”划分

为四个子样本分别估计。 

 

Panel A（信贷需求）的结果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总体而言，消费信贷发展与个体信

贷需求呈负向关系——在城市地区这一效应显著，表明信贷可及性的提升使部分家庭得以

提前平滑消费，减少了应急性借款的迫切程度。然而在农村地区，这一效应受到人口流动

性的明显调节：在低流动人口地区，消费信贷的发展水平反而显著提升了信贷需求，这可

能反映的是“需求被激活”效应——原本因渠道缺失而压抑的借款意愿，随着信贷可及性

改善而得以释放。在高流动人口地区，信贷需求则显著下降，与城市样本的方向一致，说

明流动人口在获得稳定信贷支持后，应急性借贷需求确实有所收敛。 

Panel B（借款被拒绝）的结果更为直接，也更具政策意义。消费信贷发展显著降低了

个体借款被拒绝的概率，这一效应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以及低流动人口比重的城市地区。

这两类群体恰恰是传统金融体系覆盖最薄弱、信贷拒绝率历史上最高的群体——数字普惠

金融的扩展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从“借不到”到“借得到”的实质性跨越。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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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高流动人口”组中，信贷发展反而显著增加了借款被拒绝的概率（系数为 0.723，

p<0.01），这一异常结果可能与高流动人口城市中信贷需求更为复杂、风控更为严格有关，

具体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从经济与社会意义来看，借款被拒绝的后果远不止于“融资不便”。对于低收入家庭

而言，一次被拒绝的贷款申请，可能意味着无力支付医疗账单、子女学费或度过失业过渡

期。在缺乏合法流动性来源的情况下，部分个体会转向高利贷、民间借贷，乃至以非法手

段获取资金——这正是本报告后续章节所识别的“生存驱动型”与“特殊负担型”侵财犯

罪的直接诱因。这部分人群的涉案金额通常很小（如后文所示，盗窃案中位数仅约 3500

元），却因正式救济手段的缺失而长期存在；消费信贷依市场逻辑为其提供可负担的流动

性，恰好能补上社会救助尚未覆盖的缺口，构成一种临时性的补充救济手段。消费信贷发

展通过降低借款被拒绝的概率，本质上是在经济压力转化为越轨行为之前，提供了一道制

度性缓冲。 

综合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确实通过消费信贷渠道发挥了治理效应：它既影响了家庭的

信贷需求结构，也实质性地降低了信贷被拒绝的概率。但这一机制的强度与方向，因城乡

结构与人口流动性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再次印证了精准施策的必要性——普惠金融的

社会红利，并非均匀分布于每一类群体之中。 

需要指出的是，本节仅检验了“分析框架”中提出的两条传导机制中的第一条——信

贷渠道。第二条机制——信贷发展通过促进就业创业、提高犯罪机会成本来降低犯罪率—

—限于 CFPS 2014 年数据中缺乏就业转换的直接测量变量，本章未能检验。这一局限留待

未来研究补充。 

本章小结 

本章的实证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发展不仅改善了家庭的信贷约束，还对侵

财事件的发生率和居民治安评价产生了可识别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消费信贷的发展显著降低了财物被偷的概率。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每提升 1

个标准差——相当于一个地区的信贷可得性从全国平均水平提升至明显高于均值的状态—

—居民财物被偷的发生比例平均下降约 0.86 个百分点。其他侵财事件的系数方向也一致为

负，表明信贷发展对多种侵财行为均存在抑制倾向。 

第二，盗窃罪判决量与居民被偷经历之间呈负向关系，提示司法处罚可能具有犯罪威

慑效应。同时，这一发现也印证了用社会调查数据而非判决数据衡量真实犯罪状况的必要

性——判决数据不仅严重低估犯罪规模，而且与实际治安水平之间存在方向性偏差。 

第三，消费信贷发展对个体治安评价的影响在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农村地区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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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改善治安评价，在城市地区则呈负向关系——后者更可能反映的是遗漏变量问题（信贷

发达的城市同时也是人口密集、社会复杂性高的城市），而非信贷本身的负面效应。进一

步将城乡与人口流动性交叉分组后发现，信贷发展的正向效应在高流动人口的农村地区最

为突出，补充分析显示在按城市等级细分后，高线城市和低线城市的信贷发展均与治安改

善正向相关。 

第四，传导机制检验显示，信贷发展显著降低了个体借款被拒绝的概率，这一效应主

要集中在农村和传统金融覆盖薄弱的地区。借款可及性的改善，本质上是在经济压力转化

为犯罪行为之前提供了一道制度性缓冲。这正是消费信贷作为“社会安全网”发挥作用的

微观入口。 

需要指出的是，本章的实证方法（双向固定效应与 OLS 截面回归）能够识别稳健的条

件相关关系，但不能完全排除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上述结论应理解为：在控制了可观测

的城市和个体特征后，消费信贷发展与侵财事件减少、治安评价改善之间存在统计上稳健

且方向与理论一致的关联。严格的因果识别有待未来利用政策冲击或工具变量的研究进一

步确认。 

后续章节导引 

以上实证结论构成了本报告的核心发现。后续各章从不同维度为这一结论提供支撑与

语境，读者可根据关注点选择阅读： 

第二章回答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消费信贷这个问题？即“中国的犯罪长什么样”——梳

理改革开放以来犯罪率的宏观趋势与类型结构，揭示侵财犯罪仍是影响民生的最主要犯罪

类型，以及官方统计严重低估真实受害规模的程度。 

第三章回答“谁在犯罪、为什么犯罪”——基于 114 万份判决书的微观数据，刻画侵

财犯罪的动机（生存驱动型、特殊负担型、专业牟利型）、被告人画像（年轻、低学历、

无业为主）和案件特征，以此观察消费信贷的干预靶点。 

第四章回答“中国消费信贷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描述家庭信贷参与率、渠道结构

（正规 vs 非正规）、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城市等级间的发展分化，为理解第一章回归

中的解释变量（DFI 信贷指数）提供背景。 

第五章提供理论基础与文献支撑——系统梳理犯罪经济学中“消费信贷扩张→流动性

约束缓解→犯罪率下降”的理论链条，以及国内外相关实证研究。 

第六章给出政策建议——基于实证发现，提出信贷监管、征信体系、精准风控和金融

教育四方面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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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冰山之下：多维数据刻画的犯罪真实规模 

第一章的核心实证分析表明，消费信贷的发展能够降低居民遭遇偷盗等侵财事件的概

率。但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有多大？答案取决于两个前提性问题：侵财犯罪在中国究竟有

多严重？它的真实规模有多大？本章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 

本章结合《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检察年鉴》的宏观统计、浙江省行政处罚的微观

数据以及 CLDS 等全国性社会调查，从多个数据源交叉刻画犯罪的结构特征与时空演变。

核心发现是：侵犯财产类犯罪仍然是影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犯罪类型，在公安刑事

与治安立案中合计占比超过 60%；而由于犯罪处理链条的逐级递减（“漏斗效应”），官

方判决数据仅能反映实际犯罪的 1%—2%，真实受害规模远超公开统计。这一背景赋予了

消费信贷的犯罪治理潜力以现实的紧迫性。 

倒 U 型曲线：中国犯罪率的四十年起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犯罪态势大致呈现倒 U 型轨迹，其背后是经济转型、人口流动与

刑事政策三股力量的交织。 

上升期（1980年代—2015年）。 社会规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剧烈转变，引发了持

续三十余年的犯罪攀升。80 年代末，价格改革冲击叠加通货膨胀，刑事立案数大幅上升；

90 年代，市场化与城市化加速，流动人口激增，国企改革引发下岗潮，社会矛盾加剧，

“两抢一盗”等财产犯罪成为突出问题；2000 年后，中国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贫富差距

在 2008 年达到基尼系数 0.491 的历史峰值，“相对剥夺感”成为犯罪动机的重要来源。刑

事案件数量从 2000 年的 363 万件一路攀升至 2015 年的 717 万件，治安案件在 2012 年达到

1389 万件峰值（图 2.1）。 

人口流动是这一上升期最核心的驱动力。城市化率从 1980年的约 20%快速上升至 2015

年的 55%以上，而原有基于熟人社会的治理体系未能及时适应这一变化。在流动人口聚集

的城市区域，盗窃、抢劫等财产犯罪的机会成本降低，犯罪率显著上升。这种犯罪伴随经

济发展而上升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与 20世纪美国城市化时期均有

类似经历。 

经济增长速度是影响犯罪率的另一关键变量。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90 年代中后期

的经济低迷，均在随后几年推高了刑事立案率。2008 年后经济增长放缓，也持续对犯罪率

产生上行压力。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 2008 年达到基尼系数 0.491 的历史峰值，社会“相

对剥夺感”的增强成为犯罪动机的重要来源——收入绝对水平的提升并不必然降低犯罪率，

如果收入差距同步扩大，人们在比较中产生的不满反而可能推动部分群体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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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政策对犯罪统计也产生了直接影响（图 2.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于 1983

年、1996 年、2001 年和 2010 年开展了四次全国性“严打”运动。这些运动在初期一两年

内通常能有效遏制犯罪高发态势，但威慑效应往往随时间衰减，甚至在运动结束后出现反

弹。运动式治理的局限性，恰恰说明了从经济根源入手干预犯罪的必要性——单纯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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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慑对生存压力驱动的犯罪行为效果有限。 

下降期（2016 年至今）。2016 年以来，刑事与治安立案数量显著下降。这一转折源于

三方面力量的汇合：经济增长与贫困人口减少削弱了犯罪的经济动因，尤其是财产类犯罪；

技术监控全面覆盖叠加移动支付普及，压缩了街头犯罪的物理空间；刑事司法体系经历了

从“以侦查为中心”向“以审判为中心”的范式转变，并广泛落实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

动立案从数量导向转向质量导向。自 2015年起，全国刑事立案数从高点持续下降，至 2024

年已降至约 340 万件，暴力犯罪发案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治安管理案件与刑事案件呈现不同的下降节奏（图 2.3）。治安案件情

节较轻、处置程序更简便，其立案规模常年约为刑事案件的 2 倍，且对社会微观变动更为

敏感，往往先行于刑事案件达到峰值——如 1993 年、2000 年、2012 年均是治安案件先升

后降，刑事案件随后跟进。治安案件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社会温度计”，预警着更深层

的社会矛盾积累。 

 

但下降并不均匀，新型犯罪正在填补传统犯罪收缩留下的空间。传统街面犯罪（盗窃、

抢劫、杀人）快速下降的同时，电信网络诈骗强势崛起。2010 年财产诈骗的刑事立案仅是

盗窃罪的零头，到 2020 年已反超盗窃成为第一大案由。新型犯罪伴随网络和跨境特征，大

大增加了侦查与破案难度。与此同时，经济增速放缓与就业结构性矛盾也在积蓄新的压力。

公众通过各类渠道反映欠薪、失业等问题的频率近年来有所上升（见附图 A.2），部分群

体在经济调整期承受的生活压力不容忽视。近几年在公共场合发生的多起无差别袭击事件

也提醒我们：单纯依靠技术威慑与事后严惩难以完全消解深层社会矛盾，社会治理需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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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关注源头疏导与风险化解。 

从发生到判决：犯罪处理的漏斗效应 

仅从刑事和治安立案数据入手，无法洞察犯罪行为的真实全貌。违法犯罪行为从发生

到最终被判决，要经历一条逐级递减的处理链条，形成显著的“漏斗效应”。理解这一漏

斗，是本章——也是本报告选择以社会调查数据而非判决数据衡量犯罪的方法论基础。 

这条链条依次为：犯罪发生（大量未被报案或被视为民事纠纷）→ 公安机关立案（对

涉嫌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大量行政违法分流至行政处罚）→ 批捕、移检与审查起诉（公安

侦查后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决定起诉或不起诉）→ 法院审判定罪（图 2.4）。 

 
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大幅筛除。2015 年公安机关刑事立案超 700 万件，仅约七分之一

被提起公诉；2024 年公安立案约 1126 万件（其中刑事 334 万件、治安 792 万件），当年移

交检察院 145万件，提起公诉 116万件，法院刑事一审结案约 120万件。中国刑事公诉案件

的定罪率极高（2024 年无罪判决率约 0.03%），这意味着一旦进入审判程序，几乎必然定

罪——但能走到这一步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漏斗效应的直接后果是：法院判决数据严重低估了实际犯罪行为的规模。1986—2019

年间，从公安立案到最终审判的通过率平均仅为 21.3%（表 2.1），近年来虽有所上升，但

仍有超过七成的立案未能走到判决环节。这也意味着，以判决数据衡量一个地区的治安水

平，不仅会低估犯罪规模，还可能产生方向性偏差——执法越严格的地区判决越多，但其

真实治安状况可能反而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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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抢一盗”到电信诈骗：犯罪类型的结构变迁 

理解了漏斗效应之后，我们沿着处理链条的不同层级来审视犯罪类型的结构。 

 

在法院层面，侵犯财产罪曾长期位居刑事一审结案的首位，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占比

高达六成。此后占比持续下降，2011 年醉驾入刑使危害公共安全罪规模陡增，2017 年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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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第一大罪名；近年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含帮信罪、贩毒、开设赌场等）又取而代

之。即使剔除醉驾和帮信罪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侵财罪和侵犯人身权利罪的占比和绝对

数量也双双下降，反映了街面犯罪的实质性收缩（图 2.5、图 2.6）。 

值得关注的是侵财罪内部的结构变迁（图 2.6）。盗窃罪的占比和绝对数量双双下降，

而诈骗罪的比例和绝对数量持续上升，且以新型网络和电信诈骗为主。诈骗的涉案金额往

往数倍甚至上万倍于盗窃（如第三章将详细展示），单起案件波及的受害者也远多于盗窃。

帮信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 2020 年后呈爆炸式增长，本质上是电信诈骗产业链

的衍生罪名。因此，诈骗罪的实际社会影响远大于其罪名占比所显示的程度。 

 

这一结构变迁意味着：传统的“两抢一盗”虽然在绝对数量上快速下降，但以诈骗为

代表的新型侵财犯罪正在填补空白，侵财犯罪作为一个整体并未退出历史舞台。 

但法院数据只是漏斗的底端。在公安的刑事立案层面，侵财罪仍然占据压倒性比重

（附图 A.1）。2016 年前的二十余年，盗窃占刑事立案的三分之二左右；2020 年后诈骗取

代盗窃成为第一大案由，但两者合计仍占刑事立案的六成以上。综合公安每年的工作报告，

每年诈骗的刑事立案约 150 万例，但最终进入法院刑事一审的不足 10 万例；盗窃的刑事立

案为 70—100 万例，刑事一审约 15 万例。大量案件因证据不足等原因转为行政处罚或撤案。 

公安机关的处理不止于刑事立案。大量情节较轻的侵财行为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渠道处

理——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轻微违法行为直接施以警告、罚款或 5—15

天行政拘留，无需法院审判。治安案件总量约为刑事案件的 1.93 倍（2006—2024 年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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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立案约 1.98 亿件，总刑事立案约 1.03 亿件），盗窃与诈骗在治安立案中合计仍占最大

比重（图 2.7）。 

一句话概括：在法院判决这一漏斗最窄处，侵财罪占比已被醉驾和帮信罪等政策性罪

名稀释；但在公安立案和治安处罚这两个更接近犯罪真实发生的层级，侵财犯罪仍然是影

响民生最广泛、最持久的犯罪类型。这也是消费信贷作为犯罪治理工具之一，最核心的作

用空间。 

 

综合来看，尽管在法院刑事一审结案数据中，以盗窃和诈骗为主的侵财罪占比已经连

年下降，甚至已经不是首要的罪名，但在公安部门的刑事立案中，侵财罪仍然占据绝对的

比重，超过六成，在治安立案，侵财型案件仍然是第一大类别（盗窃与诈骗合计）。 

体感治安：普通人感受到的犯罪环境 

前文所述公检法部门的立案与结案数据，经过漏斗效应的层层筛除，已与真实世界的

治安状况产生了系统性偏差。要回答“中国人实际遭遇了多少犯罪”这一问题，最可靠的

方法是直接询问居民本人——这正是美国全国犯罪受害者调查（NCVS）和英国犯罪调查

（BCS）的做法。 

目前中国没有公开的官方犯罪受害调查。我们检索到三项独立的全国性社会调查——

CLDS、CFPS 和 CHFS——分别询问了个人或家庭的受害遭遇。三项调查的受害比例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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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和时间窗口不同而有所差异，但呈现出较好的一致性，增强了结果的可信度。 

数据揭示了几个关键事实（表 2.2）。 

第一，偷盗是最高发的犯罪类型。普通人在过去一年内遭遇偷盗的比例为4.4%—8%。

从毕生经历来看，CFPS 2010 显示，个人累计被偷过的比例达 20%，家庭累计被入室盗窃

的比例为 10%。以 2016 年的受害率推算，当年中国偷盗受害者约 5100 万人。 

 

第二，诈骗是第二大犯罪类型，但其"暗数"更为惊人。被成功诈骗的比例约为 2%—

4%，但 CHFS 2015 显示，有 43%的家庭经历过诈骗未遂事件（如收到中奖短信、冒充公职

人员电话等）。诈骗与偷盗的区别在于，它需要先与潜在受害者建立接触，因此"未遂率"

远高于"得逞率"。推算 2016 年诈骗受害者约 2600 万人。 

第三，殴打、敲诈勒索和抢劫的受害比例较低但绝对数量仍然庞大。2016 年殴打受害

者约 880 万人，敲诈勒索约 680 万人，抢劫抢夺约 370 万人。 

第四，从 CLDS 的时间序列来看，2012—2016 年间大多数犯罪类型的受害率呈现下降

趋势：偷盗从 8.19%降至 4.44%，抢劫从 0.60%降至 0.32%，殴打从 1.46%降至 0.76%。这

与宏观层面犯罪率的下降趋势一致。 

这些受害者数字与官方统计之间的落差是巨大的。我们将社会调查的受害数据与公安

立案、法院判决数据对接，建立了从“犯罪发生”到“司法终局”的完整转化率链条。表

2.3 揭示了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从犯罪发生到最终被法院判决，留存率最大的犯罪类型也

仅不足 2%。以 2016 年的偷盗为例，估计受害者 5111 万人，公安立案 659 万件，最终进入

法院刑事一审的仅 20 万件——从受害到判决的转化率不足 1%（按实际受害人数估算）。

诈骗的转化率略高，但也不足 2%。殴打案则大量被分流至治安处罚渠道（302 万件治安立

案 vs. 13 万件刑事立案），通过行政拘留或调解解决。 

 



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 

21 

 

转化率链条还揭示了一个趋势：公安立案率呈上升态势（表 2.3）。盗窃的公安立案占

受害者的比例从 2012 年的 11.3%升至 2016 年的 21.3%，诈骗从 15.6%升至 39.5%，殴打从

29.8%升至 36.0%——居民报案意愿和公安立案能力都在提升。但即便如此，仍有约六到八

成的侵财犯罪受害者从未进入任何官方统计。公安立案后能进入法院刑事一审的比例则极

低且相对稳定：盗窃和诈骗立案后有约 5%进入刑事一审，即 20 起公安立案仅有 1 起能走

到法院。殴打案进入法院的比例更低，大多通过行政处罚或调解解决。但两抢案件（抢劫、

抢夺）例外——从公安立案到法院判决的比例从 2012年的 18%连续上升至 2016年的 35%，

因为两抢案件经常伴随故意伤害甚至非法拘禁，性质严重，司法系统对其处理力度明显高

于一般侵财案件。这些数据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分层结构：财产犯罪（偷盗、诈骗）受害面

最广，但立案率和审判率相对最低，大量小额案件在司法系统的视野之外被消化吸收。暴

力犯罪（殴打）的治安立案率较高，但进入刑事程序的门槛也高。两抢犯罪因社会危害严

重而获得最高的司法关注度。这意味着，对于占犯罪总量绝对多数的低案值侵财行为，刑

事司法体系能够覆盖的范围极为有限——这正是消费信贷等经济性干预工具的用武之地。 

这些数据为本报告的核心论点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背景：侵财犯罪的真实规模远大于任

何官方口径所呈现的图景。每年数千万人次的偷盗和诈骗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无法通过刑

事司法体系获得救济的普通人——他们的损失往往金额不大（如第三章所示，盗窃案中位

数仅约 3500 元），但正是这种高频率、低案值、广覆盖的侵财行为，构成了消费信贷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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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靶向空间。 

本章小结 

本章从宏观趋势、处理链条和居民实际受害三个层面，勾画了中国犯罪的真实图景。

三个核心发现值得强调： 

第一，中国犯罪率经历了典型的倒 U 型轨迹。1980 年代至 2015 年持续攀升，此后进

入下降通道，暴力犯罪已降至全球最低水平之一。但传统犯罪下降的同时，电信网络诈骗

强势崛起，形成“双降双升”的结构性矛盾。 

第二，犯罪处理链条的漏斗效应导致官方统计严重低估真实犯罪规模。从公安立案到

法院判决的通过率平均仅约两成，以判决数据衡量治安水平会产生方向性偏差。这一发现

直接支撑了第一章选择社会调查数据作为因变量的方法论决策。 

第三，侵财犯罪仍是影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犯罪类型。在公安刑事与治安立案

中合计占比超过六成；社会调查显示，每年仅偷盗受害者就超过 5000 万人，从受害到判决

的转化率不足 0.4%。这意味着侵财犯罪的真实治理需求远大于司法系统所能覆盖的范围，

留下了巨大的政策干预空间。 

消费信贷作为缓解流动性约束的金融工具，正是在侵财犯罪高发、真实受害规模远超

官方统计的背景下，展现出犯罪治理的潜力。然而，要理解消费信贷究竟能干预哪些类型

的侵财犯罪，需要进一步穿透到微观层面——犯罪的动机是什么？谁在犯罪？案值规模有

多大？下一章将基于 114 万份判决书的数据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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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穿透判决书：侵财犯罪的动机、面孔与代价 

上一章从宏观视角勾画了中国犯罪的总量与结构——侵财类犯罪仍是影响普通人最广

泛的犯罪类型，每年受害者数以千万计，但仅有不足 2%最终进入法院判决。本章进一步穿

透到微观层面，追问三个关键问题：犯罪的动机是什么？谁在犯罪？涉案金额有多大？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揭示消费信贷能够干预的犯罪类型边界：生存驱动型和特殊负

担型犯罪是消费信贷干预及其社会红利的核心靶点，而专业化、组织化的牟利型犯罪则超

出了消费信贷工具的作用范围。 

本章基于裁判文书网 2013—2022 年 114 万件侵犯财产罪刑事一审判决书（约 150 万被

告人）以及浙江省 2018—2024 年 140 万条公安行政处罚记录展开分析。我们运用大语言模

型（LLM）与正则表达式相结合的方法，从判决书全文中提取了犯罪场所、涉案金额、被

告人年龄、学历、职业、前科、主刑类型与刑期等关键变量（数据清理详情见附录）。 

经济短缺的非法补偿：犯罪动机的三种模式 

侵犯财产类犯罪的核心动机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被告人因何处境产生此种动机？

现有研究普遍将经济性动机与机会性动机视为核心驱动力。盗窃、抢夺等侵犯财产罪具有

明显的工具性，即以获取经济利益、弥补收入不足或偿还债务为直接目的，在就业不稳定、

收入低下、社会保障不足的群体中尤为常见（张婧，2016）。城市化进程、经济转型以及

区域收入差距扩大均与盗窃等财产犯罪率上升存在显著相关，经济压力与就业不稳定通过

相对剥夺感与机会结构共同推动部分个体以非法手段弥补收入或满足消费需求（Zhang et 

al., 2024）。此外，与传统“生存型”盗窃相比，部分研究指出炫耀性消费与攀比心理在侵

犯财产犯罪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张婧，2016）。 

为更直观地刻画侵犯财产类犯罪的动机结构，本研究利用裁判文书所载信息，描述驱

动犯罪行为发生的背景情境。经人工阅览，裁判文书在陈述案情时通常不记录被告人的家

庭背景或其对犯罪动机的自述，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及法院认定犯罪情节时，除自首、认

罪认罚等法定从轻情节外，部分判决书亦将“家庭困难”等意见作为酌情从轻的考量依据。

本研究以“贫寒|贫穷|经济困难|家境贫困|家庭贫困|家庭困难|生活拮据|生活困难|生活艰难|

生活拮据|生活困难|特困” 等关键词及近义表达为检索条件，提取出约一万份包含此类表

述的判决书，并进一步筛选出对家庭背景描述较为详细的案例共七百余例。鉴于诈骗案件

情节相对复杂，以下分析仅针对盗窃案件。 

模式一：生存驱动型盗窃——没钱吃饭而起盗念 

该模式是最基础、最直接的经济压力产物。被告人多为单独作案，犯罪目标往往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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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获取、可即时变现的财物，目的在于缓解眼前的生计困境。 

定性证据与特点：第一，犯罪动机直接指向生活窘迫。何某某因生活拮据，产生以拽

车门方式盗窃车内财物的想法（[2017]黑 0903 刑初 44 号）；梁某因平时生活困难流浪至医

院，趁人熟睡偷走手机（[2016]陕 0602 刑初 31 号）；欧某某因无钱吃饭而起盗念，窃取现

金（[2017]赣 0983刑初 24号）；袁某因生活拮据萌生盗窃自行车之念（[2016]冀 1102刑初

274 号）。 

第二，盗窃对象多为低值物品乃至食物。丁某某所盗手机价值仅580元（[2016]黔0402

刑初 682 号）；饶某入户盗窃长寿面、腊肉、牛杂等食物，总价值仅 121 元，法院认定其

行为系因生活所迫（[2016]赣 1002 刑初 166 号）。 

第三，赃款多被即时挥霍。吴某某变卖赃物所得 7200 元“均被其挥霍”（[2016]黑

0903 刑初 51 号）；何某某盗窃 3 万元后，“赃款被挥霍”（[2017]黑 0903 刑初 44 号）。 

涉案金额与作案特征：此类案件组织化程度低，多为机会性作案，案发地以公共场所

为主，如医院（[2016]黔 0402 刑初 682 号）、取款机旁（[2016]黑 0229 刑初 121 号）、车

辆内部（[2017]黑 0903 刑初 44 号）等，体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特征。单案涉案金额从数百

元至数万元不等，但根本动机均为应对即时的生计困境，而非系统性财富积累。 

在治安立案的盗窃案中，生存驱动型盗窃的特征更为突出。大量案件情节简单，犯罪

行为集中于生活必需品与低值财物，以满足个人基本需求为目的。以浙江省行政处罚案例

为例：张某某盗窃洗衣液一瓶及女士内裤三条；陈某某盗窃上衣一件、鞋子一双；少数案

例还呈现出特定家庭处境，如张某某盗走他人藏于奶粉罐中的金饰，本人正处哺乳期，其

子不满周岁；王某某盗走一辆电瓶车，同样处于哺乳期，幼子不满周岁。上述案例表明，

此类盗窃行为的动机往往与暂时性经济困境、低水平物质需求或基本生存压力直接相关。 

模式二：特殊负担型盗窃——为治病、为养育而铤而走险 

该模式的动机来源不止于基本生存压力，而是源于沉重的家庭责任或结构性弱势，包

括家庭成员罹患重病、存在残障或赡养负担繁重等情形。被告人将盗窃视为应对长期或突

发性重大支出的手段。 

定性证据与特点：第一，被告人承担家庭经济支柱责任。周某某家庭困难，系家庭经

济支柱，辩护人提交门诊病历，证明其幼子患有先天性胃幽门梗阻，暗示犯罪系为维持家

庭运转及支付医疗费用（[2016]粤 0606 刑初 4091 号）。朱某某父母年迈、无固定收入，女

儿就读初中，家庭经济困难（[2021]皖 0822 刑初 277 号）。程某某供述盗窃系为筹措父亲

治病费用（[2020]渝 0118 刑初 504 号）。 

第二，被告人本身存在残障或认知障碍。李某某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母

亲亦属智力残疾，家庭困难（[2019]赣 1103 刑初 230 号）。何某某被鉴定为精神发育迟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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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至中度），其平时家庭生活困难、靠政府救济（[2020]苏 0682 刑初 238 号）。 

第三，子女养育或疾病治疗压力。董某因家庭生活困难、女儿在外地就读高中需要费

用而产生盗窃之念（[2017]辽 1223 刑初 107 号）。赵某某家庭极为困难，长女患严重疾病，

次女亦有遗传病史，因无钱购药而盗窃药品（[2017]冀 0304 刑初 28 号）。王某正处哺乳期，

家庭生活困难（[2020]冀 0527 刑初 53 号）。 

司法实践中的定性：对于上述两种模式，司法机关的普遍立场是：在量刑时可酌情参

考，但明确拒绝将生存压力或家庭困难作为犯罪行为的正当化依据。例如，法院在涉及家

庭困难辩护意见的判决中指出：“家庭贫困并不是实施盗窃行为的理由”（[2020]川 3329

刑初 2 号）；“家庭困难不属于从轻处罚的法定事由”、“家庭经济困难，不应成为其盗

窃的理由”（[2020]苏 0391 刑初 198 号）；“家庭情况与本案的定罪量刑没有必然联系”

（[2020]苏 0111 刑初 39 号）。法院通常仅将自首、自愿认罪认罚、退赃及被害人谅解作为

从轻量刑的考量情节。 

模式三：资源型/专业牟利型盗窃——犯罪作为“职业” 

与前两种模式不同，此类盗窃的驱动力是系统性、持续性的非法牟利，而非生存应急。

案件组织化程度高，目标多为工业生产领域或公共基础设施中的高价值资源，犯罪过程涉

及专业工具与专门知识。典型案例包括：利用电信施工人员身份悬挂“国防通信抢修”标

牌盗窃电缆（[2020]桂 0332 刑初 28 号），团伙内部分工涵盖联络车辆、实施盗窃及销赃等

环节（[2021]皖 0822 刑初 277 号）。涉案物品包括球墨铸铁管、空调铜管、原油、工业电

梯配件及电缆线等，均具有明确的回收价值与流通渠道，涉案金额动辄数十万元。 

此类犯罪与消费信贷干预的关系极为有限——犯罪人并非因经济困境铤而走险，而是

将犯罪本身作为一种“职业”。信贷发展不会改变这类群体的犯罪决策。 

信贷干预的边界：动机结构的政策含义 

生存压力与特殊家庭负担驱动的盗窃行为，折射出社会保障体系与风险分散机制的结

构性缺失，将部分个体推向了犯罪的边缘。资源型专业牟利型盗窃则呈现出犯罪行为的专

业化与组织化特征，犯罪团伙利用市场需求（如废旧金属、电缆回收）与管理漏洞形成相

对稳定的产业链，对公共基础设施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较大损害。就司法实践而言，法院

对辩护人提出的家庭困难意见普遍持审慎态度，认为此类情节与定罪量刑无必然联系，量

刑时通常仅考虑自首、认罪认罚、退赃及被害人谅解等法定或酌定从轻情节。 

上述分析表明，对盗窃犯罪的干预不应止于刑事惩罚，还需关注其社会根源。对于由

生存困境与特殊家庭负担驱动的犯罪行为，有必要在政策层面强化社会救助、医疗保障及

就业支持，以减少结构性贫困与社会压力向犯罪风险的转化。在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尚无

法全力推进以覆盖这些人群时，以商业规则和市场逻辑驱动的消费信贷，可以发挥到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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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性的补充救济作用，降低这些人因走投无路而走向犯罪的可能性。 

案件特征：街头犯罪与精英犯罪的两极分化 

犯罪场所与涉案物品 

犯罪发生的场所清晰地反映了不同罪名的物理属性（表 3.1）。盗窃主要发生在住宅等

封闭场所（38.7%）和公共开放空间（32.4%），对应入室盗窃和街边盗窃两大类型。诈骗

则集中于办公单位场所（41.0%）和线上虚拟场景（24.4%），前者对应合同诈骗等职务犯

罪，后者对应电信网络诈骗。两抢主要发生在公共开放空间，另有四分之一为入室抢劫。 

 

涉案财物品类结构 

从涉案财物来看（表 3.2），盗窃罪以物品为主（76.6%为纯物品，仅 13%为纯现金），

主要是手机、电脑、电动自行车等日常便携物品。值得注意的是，移动支付普及十年

（2013—2022），刑事盗窃案中现金占比仅微降 1个百分点（从 13.5%降至 12.4%），这与

人们的常识略有不同，在移动支付渗透率逐步提高以后，很多研究指出数字支付降低了盗

窃的犯罪率（江鸿泽、梁平汉，2022），但仅从涉案物品上看，看不到这种趋势。数字支

付降低了现金的可盗窃性，但并未显著改变盗窃的整体涉案结构。诈骗罪则以现金为主

（59.7%为纯现金），因为电信和网络诈骗的涉案财物一般都是银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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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的行政处罚数据中，我们用“现金|硬币”等代表现金的词汇提取内容，发现

2018 年以来，盗窃现金的比例大致相近。同时我们发现，在行政处罚中的盗窃犯罪，涉案

财物仅为物品的比例更高，现金的比例更低。 

盗窃案中被盗物品的结构也经历了显著变化。二十年前，入刑盗窃案的最大宗为入室

盗窃和盗窃机动车，两者合计占刑事盗窃立案的 50%以上。如今两者都大幅下降——机动

车盗窃降至刑事立案的不足 4%，入室盗窃降至约 20%。取而代之的是手机、电脑等数码电

子产品（约占四成案件）以及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等非汽车类交通工具（约占两成）。在

治安立案的盗窃中，除手机和电动自行车外，还常见快递包裹、外卖和零售商品等——这

些都是日常生活中容易接触的低值物品，进一步印证了大量盗窃行为的“生存应急”属性。 

涉案金额：3500 元与 6 万元的分野 

侵犯财产犯罪案例，最核心的定罪依据之一就是涉案财物的金额（附表 A.5），根据

《刑法》及最新的《刑法修正案》的规定，常见的一般盗窃和诈骗，会区分数额较大、巨

大与特别巨大三类，对应着不同的主刑和附加刑。 

 
侵犯财产犯罪的涉案金额呈现鲜明的两极分化（表 3.3）。盗窃和抢劫属于典型的“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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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犯罪”，人均涉案金额的中位数仅 3458 元和 2602 元，75 分位也不过 7598 元和 7054 元

——绝大多数案件的涉案金额在万元以下。诈骗和侵占则属于“精英犯罪”，中位数分别

达到 62139 元和 206449 元，高分位（p90）可达 85 万和 193 万。 

这一分化在空间维度上更加耐人寻味（时间趋势见附表 A.6）。我们按照第一财经编

制的新一线城市等级，将审理法院所在地级市分为一线至五线六类城市，分别计算各分位

数的涉案金额。 

盗窃和诈骗呈现完全相反的空间规律。盗窃案值从一线城市到五线城市逐级上升——

一线城市中位数仅 2800 元，五线城市反而达到 3850 元（表 3.4）。这与“大城市犯罪收益

高”的直觉相悖。可能的解释是：高线城市监控密度高、电子支付普及、现金和便携贵重

物品少，且严格的执法使大量小额案件即被查处进入统计，拉低了案值水平。相反，低线

城市监控和警力投放不足，犯罪分子更容易得手高案值物品。 

 

诈骗案值则严格遵循从一线到五线逐级递减的规律——一线城市 p90高达近 150万元，

是五线城市（61 万元）的 2.4 倍以上。高线城市聚集了最高密度的可投资资金和高净值人

群，为“杀猪盘”、金融投资诈骗等提供了丰厚土壤。高净值人群在频繁的经济活动中泄

露个人信息的概率也更高，诈骗分子得以用更专业的话术、包装和渠道实施精准诈骗，其

“客单价”远非小城市可比。诈骗的“收益天花板”取决于当地经济活动的规模与信息密度，

高线城市天然成为巨型诈骗案的“猎物场”。 

这一空间规律对信贷干预的含义在于：盗窃作为街头犯罪，涉案案值在低线城市反而

更高，信贷可及性的改善在这些地区的潜在收益也更大——正是这些执法力量相对薄弱、

社会保障覆盖不足的地区，最需要消费信贷作为“社会安全网”来降低生存驱动型犯罪的

发生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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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侵犯财产罪的空间结构特征，盗窃受制于“物理空间”：主要发生在住宅和公共

空间，其收益受制于当地实体财物的普遍价值，因此，其案值分布与城市的“物理发展水

平”相关，但更与执法与司法效率密切相关。盗窃犯在低线城市或低警力投放的地区能找

到更高价值的实体目标。 

而诈骗大量发生在办公场所和线上，其收益天花板取决于当地经济活动的规模与流动

性。高线城市作为资本和信息的枢纽，成为诈骗犯获取最大化非法收益的目标。 

谁在犯罪：侵财犯罪被告人的集体画像 

年龄模式。经计算，我们获得了两组年龄（图 3.1），第一组是判决书时点对应的被告

人周岁年龄，大约覆盖了 74%的被告人；第二组是首次犯罪时点的周岁年龄，即如果本判

决是首次犯罪，则记为判决时年龄，如果有前科，将根据第一次前科判决的年月与出生年

月计算年龄。我们手工核对了部分异常年龄，如超过 80 岁或者低于 16 岁的。我们根据年

龄分布绘制了核密度图，每条曲线与 X 轴之间包围的面积为 1。 

 

左图为案件判决日时被告人的年龄，峰值相对较低，分布相对扁平、肥尾，年龄模式

相对不明显。这是因为多次犯罪的前科遮蔽了年龄模式。右图显示了首次犯罪的年龄，每

类案件首次犯罪的被告人分布都是钟型曲线，并且十分陡峭，年龄峰值出现明显的错位，

即年龄模式明显。 

首次犯罪的年龄分布揭示了鲜明的类型分化。盗窃与抢劫罪的峰值年龄最小，均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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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曲线陡峭且左偏——绝大多数犯罪发生在年轻时期，这与街头犯罪技术含量低、不需

要专业知识的特点一致。诈骗罪的峰值在 27 岁，侵占罪在 31 岁，曲线更为扁平，实施诈

骗需要一定的沟通技巧和社会经验，侵占则通常需要在特定职位上积累信任后才具备条件。 

学历与职业模式 

被告人的学历分布进一步印证了“街头犯罪”vs“精英犯罪”的框架（表 3.5）。盗窃

和抢劫罪被告人中，小学以下和初中学历合计占比超过 85%，受教育年数中位数仅 9 年

（初中毕业）。诈骗罪的学历则呈现“初中为主、向两端延伸”的纺锤形结构——基础诈

骗仅需简单技术，而复杂的金融诈骗又需要较高的沟通能力和专业知识。侵占罪被告人有

三成受过高等教育，是所有罪名中学历最高的。 

 

职业分布则呈现出更为集中的特征（表 3.6）。在提取到职业变量的被告人中，约 80%

为无业或农民，仅 21%有其他职业身份。盗窃和抢劫的职业模式几乎一致——无业者约占

一半，农民约占三分之一。诈骗罪有 20%以上的被告人处于在职状态（含公司职员和高

管），显示其较强的团伙作案特征。侵占罪的被告人则约八成处于在职状态，公司职员、

高管或公职人员占比超过 50%——实施侵占需要先拥有对财物的合法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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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业和农民合计八成的比例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失业和缺乏稳定收入来源是侵财

犯罪最强的“人口学标签”。这不仅说明失业对财产类犯罪行为具有直接驱动作用，也意

味着任何能够改善就业或缓解收入中断冲击的政策工具——包括消费信贷——都可能对这

一群体的犯罪倾向产生干预效果。 

前科分布：刑罚对惯犯的威慑正在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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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书报告了大部分的刑事前科（表 3.7），前科追溯的时间极久，最早的有 1952 年

的犯罪行为。同时判决书内记录了少量了治安处罚前科。由于有多次前科的记录，我们按

刑事前科优先计算了有无前科的分布，其中仅治安处罚前科占总量的 4.2%。 

盗窃罪被告人中有前科者占 51%（刑事前科 46.2% + 治安前科 4.8%），是所有罪名中

最高的。更值得警惕的是时间趋势：无前科的盗窃被告人比例从 2013 年的 56.7%稳步下降

至 2022 年的 43.0%，刑事前科比例则从 37.3%上升至 52.8%。在有刑事前科的被告人中，5

次及以上前科者接近 10%。 

这一趋势的含义是双重的。一方面，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推广使得首次犯罪者更多被

从宽处理，进入刑事一审的门槛提高，导致判决样本中前科比例“被动上升”（附表

A.7）。另一方面，更深层的原因可能在于：刑事记录本身成为了再犯罪的推力——有前科

记录的人在就业市场上面临严重歧视，难以回归正常社会，从而被推入反复犯罪的循环。

对于这部分群体，单纯的刑罚威慑已经失效，因为犯罪对他们而言不是“选择”而是“无

奈”。这再次指向需要从经济根源入手的干预策略。 

 

司法处置：主刑以轻刑为主，威慑力有限 

主刑类型与主刑刑期是犯罪的主要代价（次要代价为没收非法所得、罚金等）。侵财

罪的司法处置整体以轻刑为主。全部进入刑事一审的案件中，有期徒刑占 79.2%，拘役占

16.3%，管制占 0.4%，单处罚金占 3.6%，无罪率仅 0.04%（表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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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罪名来看，盗窃的情节相对最轻——单处罚金比例最高（4.9%），另有 21.5%为拘

役；抢劫罪情节最重，有 0.67%的被告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诈骗和侵占案件大多判

处有期徒刑，管制和拘役的比例很低，反映此类犯罪涉案金额较大、情节较为严重的特点。 

财产类犯罪的刑期分布呈现明显的左偏特征：1 年以下的刑期（含管制、拘役和短期

有期徒刑）合计占 62.7%，2 年以上仅占 22.2%，10 年以上重刑仅 2.3%。盗窃罪更为突出

——37.2%的刑期在 6 个月以下，累计 78.4%在 1 年以下（表 3.10）。 

 

轻刑为主的格局反映了侵财犯罪的基本性质——多数为经济动机驱动的非暴力犯罪，

司法倾向于“教育改造”而非重罚。但这也意味着刑罚的威慑力有限：六个月以下的拘役

或短期有期徒刑，对于那些因生存压力而铤而走险的被告人而言，可能只是“暂时离开社

会”，出狱后面临的经济困境依旧——正如前科比例逐年上升所显示的那样。因此，从犯

罪治理的角度看，仅靠刑罚“堵”不如从经济源头“疏”：消费信贷作为缓解流动性约束

的工具，正是在“刑罚威慑效果有限”这一前提下，才具有独特的政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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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 114 万件判决书和 140 万条行政处罚记录，完成了对中国侵财犯罪的微观全

景式画像。核心发现可以归结为三点： 

第一，侵财犯罪的动机高度集中于经济压力。生存驱动型（因生活拮据偷盗食物和低

值财物）和特殊负担型（为医疗、教育、赡养等刚性支出铤而走险）合计占据了盗窃犯罪

的主体。这两类犯罪的根源在于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缺口——恰恰是消费信贷可以发挥

干预作用的领域，在社会救助等社会保障尚无法全覆盖这类人群里，提供一种制度性缓冲，

以避免他们因生存压力而犯罪。资源型/专业牟利型犯罪虽然涉案金额巨大，但属于组织化

经济犯罪，超出了消费信贷工具的作用范围。 

第二，被告人画像呈现“年轻、低学历、无业”的高度集中特征。盗窃和抢劫被告人

的首次犯罪年龄峰值仅 19 岁，八成以上为初中及以下学历，约 80%为无业或农民。盗窃罪

中 51%的被告人有前科，且前科比例逐年上升，显示刑罚对惯犯的威慑正在失效。 

第三，侵财犯罪呈现“街头犯罪低案值、精英犯罪高案值”的两极分化。盗窃案中位

数仅 3458 元，诈骗案中位数超过 6 万元。空间上，盗窃案值在低线城市反而更高（一线最

低、五线最高），提示低线城市和社会保障薄弱地区是信贷干预潜在收益最大的区域。 

综上，真实世界的侵财犯罪并非笼统的“治安问题”，而是一个具有清晰经济逻辑的

社会现象：大量低案值犯罪源于流动性约束，被告人画像指向就业不稳定与收入中断，刑

罚威慑效果有限。消费信贷作为缓解经济压力的核心工具，正好切中了侵财犯罪最大的动

机来源与最大的受害群体。这为第一章的实证发现——信贷发展降低侵财事件发生率——

提供了微观层面的机制支撑。 

上述犯罪画像清晰表明了信贷干预的“需求侧”。那么“供给侧”如何？中国家庭的

消费信贷发展到了什么程度？正规与非正规渠道之间的格局如何？下一章将回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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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消费信贷的供给侧：中国家庭借贷的正规化 

前两章分别从犯罪的宏观趋势和微观画像两个维度揭示了“需求侧”图景——大量低

案值侵财犯罪的根源在于流动性约束，被告人以年轻、低学历、无业者为主。本章转向

“供给侧”，回答三个问题：中国家庭的消费信贷参与率有多高？正规渠道与非正规的渠

道之间的格局如何？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城市等级间的发展是否均衡？ 

这些问题的答案，为理解第一章实证回归中的关键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

数（DFI 之信贷指数）——提供了必要的背景。同时，信贷渠道从非正规向正规的迁移本

身就具有犯罪治理意义：非正规借贷（如民间高利贷，向非持牌机构或个人的借贷）不仅

无法缓解流动性约束，反而可能因高利率和暴力催收将借款人推入更深的困境。正规信贷

渠道的扩展，是消费信贷发挥“社会安全网”功能的前提。 

本章基于 2016—2022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和 2017—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

查（CHFS）数据，分析中国家庭消费信贷的参与率、渠道结构、债务负担以及数字普惠金

融的影响。房贷与其他消费类贷款（以下简称“消费信贷”）在期限和风险属性上差异明

显，因此分别刻画。分析同时考虑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层级差异。 

家庭信贷参与渠道迁移：从民间借贷转向银行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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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22 年间，中国家庭的信贷参与呈现“房贷上升、消费信贷微降”的格局（图

4.1）。这也意味着家庭部门的消费信贷参与率并没有扩张，反而在缩减。 

比参与率本身更重要的是渠道结构的变化。从借款渠道看（图 4.2），无论是房贷还是

消费信贷，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渠道的占比持续上升，其它渠道（含亲友借贷、小额贷款

公司等）显著下降。城市居民通过银行渠道获取消费信贷的比例从 42.4%升至 64.1%，农村

居民从 35.7%升至 56.9%——六年间上升幅度大致相同，城乡在正规化趋势上的步调出奇一

致。非银行渠道方面，城市下降了 17.3 个百分点，农村下降了 16.5 个百分点。 

 

这一正规化趋势对犯罪治理有直接的含义。第三章的案例分析显示，生存驱动型和特

殊负担型犯罪的被告人在缺乏正规信贷渠道时，要么直接铤而走险（偷盗），要么转向民

间高利贷——后者因高利率和暴力催收，反而可能加剧经济困境、催生次生犯罪。正规信

贷渠道的扩展，等于在“经济压力→犯罪行为”的传导链条中插入了一道制度性缓冲，—

—这正是消费信贷作为“社会安全网”发挥作用的微观入口。 

从债务存量来看（表 4.1），持有房贷或消费信贷的家庭中，债务持有量持续上升。

2016 年家庭持有房贷均值为 18.4 万元，消费信贷均值为 7.0 万元；2022 年二者分别增至

39.8 万元和 14.7 万元，六年间翻番。均值远高于中位数，表明家庭债务在人群中分布不均

衡——少数高负债家庭拉高了均值。城乡差距也在扩大：房贷持有量的城乡比从 2016 年的

1.5:1 上升至 2022 年的 2.2:1，城市居民的住房债务负担在六年间显著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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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渠道来看，银行部门的借贷金额增长远快于非银行渠道。消费信贷方面，2016 年家

庭从银行渠道的债务均值为 2.9 万元，2022 年升至 9.7 万元（增长 2.3 倍）；从非银行渠道

的债务则从 4.1 万元仅升至 5.0 万元（增长 22%）。银行渠道在居民消费信贷款的存量结构

中正在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正规化不仅体现在参与率上，更体现在金额上。 

数字普惠金融的地理图景：信贷趋同，数字化分化 

第一章的实证分析使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中的“信贷业务”分指数

作为消费信贷发展的代理变量。本节详细介绍该指数在不同城市等级间的发展态势，为理

解第一章回归结果中的空间异质性提供背景。 

DFI 指数依托蚂蚁集团支付宝账户数据，从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

度衡量一地的数字金融发展状况（郭峰等，2020）。本报告最关注的是使用深度维度中的

“信贷业务”分指数，它从互联网消费信贷用户渗透率、人均贷款笔数、人均贷款金额以

及小微经营者贷款等维度进行测量，指数越高意味着该地区居民获得数字信贷服务的门槛

越低、使用频率越高。 

图 4.3 展示了信贷指数在不同等级城市中的发展轨迹。总体来看，2011—2023 年间，

所有等级城市的信贷指数都经历了快速增长，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11—2014 年（起

步）、2015—2018 年（迅速发展）、2019—2023 年（持续深化，2022 年略有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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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关注的是城市间的收敛趋势。2011 年，一线城市的信贷指数均值高出五线城市

近 47 个点，分化十分明显。到 2023 年，一线城市与五线城市的差距缩减为 23 个点——缩

小了一半以上。新一线和二线城市的发展逐步向一线趋同，三线至五线城市之间的差距也

在收窄。这意味着数字信贷服务的地理门槛正在快速降低，过去只有大城市居民才能方便

获得的消费信贷，正在向中小城市和县域渗透。这一趋势对犯罪治理的含义是积极的：第

三章显示盗窃案值在低线城市反而更高（执法力量薄弱、社保覆盖不足），而信贷指数的

城市间收敛意味着这些地区的居民正在获得更多的正规借贷渠道——这正是“社会安全网”

效应最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 

然而，普惠金融的数字化程度（衡量金融服务的移动化、便利化等）呈现出相反的趋

势（图 4.4）。2011年，低线城市的数字化指数反而高于高线城市（五线城市高出新一线城

市近 26 个点），这可能是因为低线城市传统金融服务更匮乏，数字化渠道率先填补了空白。

但到 2023 年，排序完全反转——一线城市高出五线城市近 40 个点。数字化差距在十余年

间不降反升，低线城市的先发优势被高线城市反超。 

“信贷趋同、数字化分化”这一反差值得注意。它意味着低线城市居民虽然在信贷获

取上正在追赶，但在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效率上仍然落后——后者可能限制了信贷可及性

的充分转化。政策上，这提示仅关注信贷产品的供给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推进数字基础

设施和金融素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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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细血管的力量：数字信贷如何重塑家庭借贷结构 

前两节描述了信贷正规化趋势和 DFI 指数的地理图景。本节进一步追问：数字普惠金

融的信贷发展，是否在因果意义上推动了家庭消费信贷的渠道迁移？我们分别使用 DFI 信

贷指数和金融数字化指数进行检验。 

信贷指数的影响。基于 CHFS 2017 和 2019 年面板数据，我们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TWFE），控制家庭固定效应、时间效应和城市等级。被解释变量分为五类：总消费信

贷、机构渠道消费信贷（即扣除亲友等民间渠道）、银行渠道、非银行渠道、网络平台渠

道的金额（均取对数）。CHFS 统计了家庭在汽车、信用卡、教育、医疗及其他类型的贷

款，加总为“消费信贷”。关键解释变量为区县层面的 DFI 信贷指数（滞后一期），同时

控制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城乡和家庭规模。 

表 4.2的结果清晰地呈现了“促正规、抑非正规”的效应模式。数字普惠金融信贷指数

显著提高了消费信贷总额（系数 0.345，p<0.01），这一效应主要通过机构渠道实现（系数

0.864，p<0.01），同时显著压缩了非银行渠道的借贷（系数-0.276，p<0.01），并促进了互

联网平台的消费信贷（系数 0.008，p<0.01）。换言之，数字信贷发展使得家庭更多地通过

正规持牌渠道获取消费信贷款，同时减少了对亲友借贷、小额贷款公司等非正规渠道的依

赖。银行渠道本身的系数不显著（0.061），说明信贷的“增量”主要来自传统银行尚未覆

盖的区域，由平台渠道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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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庭特征来看，年龄较大的户主较少使用消费信贷；收入越高，越倾向使用银行和

平台渠道而非非银行渠道——银行和平台对高收入家庭的审批通过率更高，两者之间存在

替代关系；家庭规模越大，各渠道的消费信贷需求均显著增加，这与养育和赡养支出的压

力相关。 

分城市等级的异质性。不同等级城市的信贷发展程度存在差异，其对家庭消费信贷的

影响也不均匀。表 4.3 报告了分城市等级的回归结果。 

分城市等级的结果呈现出清晰的梯度特征。对一线城市而言，信贷发展的主要作用是

通过平台渠道替代非银行渠道——平台贷款系数显著为正（0.014，p<0.05），非银行渠道

显著为负（-0.280，p<0.01），这反映了一线城市数字金融发展已较为成熟，正规平台正在

有效挤出民间借贷。二线城市是信贷发展“增量效应”最显著的层级——消费信贷总额、

机构贷款、银行贷款和平台贷款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信贷发展在二线城市全面激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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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正规渠道。三线城市的效应集中于机构和平台渠道。四线和五线城市中，仅平台渠道的

系数显著——这些地区传统银行覆盖仍然薄弱，数字平台成为信贷发展最先触达的窗口。 

 

值得注意的是，互联网平台消费信贷的系数在所有六个城市等级中均显著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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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5—0.014），是唯一一个在各等级城市中普遍有效的渠道。这说明数字平台是数字普

惠金融信贷发展最重要的“毛细血管”——它能够穿透传统银行尚未覆盖的区域，将信贷

服务延伸到最需要的家庭。 

金融数字化指数的影响。我们进一步使用 DFI 体系中的“数字化程度”分指数作为解

释变量，检验金融服务数字化（移动化、便利化等）对消费信贷的影响。 

 

金融数字化指数的效应模式与信贷指数一致但幅度更小：对消费信贷总额无显著影响，

但显著促进了机构渠道和平台渠道的贷款，同时挤出了非银行渠道的贷款（系数-0.159，

p<0.1）。这表明金融服务的便利化同样在推动居民信贷的正规化。 

分城市等级的回归（表 4.5）显示，数字化发展的影响更加集中于平台渠道——这是唯

一在所有城市等级中普遍显著的渠道。对机构贷款的影响仅在一线城市中显著（系数 0.359，

p<0.1），这可能是因为金融数字化在高线城市的基础设施最完善，其对正规机构渠道的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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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应也最为突出。 

 

将表 4.3 和表 4.5 综合来看，两个指标（信贷发展和金融数字化）对消费信贷的影响路

径虽有交集但各有侧重。信贷指数的影响更为广泛，在二线和三线城市对机构和银行渠道

有显著的促进效应；金融数字化指数的影响则更加集中于平台渠道，在各等级城市中均显

著。这说明信贷产品的供给和金融服务的便利化是两个互补而非替代的维度——前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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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贷的覆盖面，后者降低了使用的门槛。 

本章小结 

本章从信贷参与率、渠道结构、债务存量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四个维度，描绘了中国

家庭消费信贷的“供给侧”全景。核心发现可归纳为四点： 

第一，信贷参与的正规化趋势清晰且持续。2016—2022 年间，无论房贷还是消费信贷，

银行等持牌金融机构渠道的占比都在稳步上升，其它渠道（含民间借贷）显著下降。这一

趋势在城市和农村同步发生，步调一致。正规化的直接含义是：家庭面临经济压力时，越

来越多地通过受监管的渠道获取资金，而非转向高利贷或非正规借贷，高利贷、民间借贷

等渠道本身往往是次生犯罪和社会矛盾的温床。 

第二，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指数在城市间呈现收敛趋势。一线城市与五线城市的差距

在十余年间缩小了一半以上。但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差距反而在扩大，低线城市的先发优势

已被高线城市反超。“信贷趋同、数字化分化”这一反差提示，信贷产品的覆盖面虽在扩

大，但服务的便利性和效率仍有明显的地域落差。 

第三，数字信贷发展有效促进了家庭消费信贷的正规化。实证回归显示，DFI 信贷指

数的提升显著增加了持牌金融机构（含互联网平台渠道）的消费信贷，同时显著减少了其

它渠道的借贷。互联网平台是唯一在所有城市等级中均显著有效的渠道，扮演着数字信贷

“毛细血管”的角色。金融数字化指数的效应与此一致但幅度更小，主要集中于平台渠道。 

第四，信贷发展的效应因城市等级而异。二线城市是“增量效应”最显著的层级（各

正规渠道均被激活），一线城市以“替代效应”为主（互联网平台替代非银行的各类渠

道），四五线城市目前仅平台渠道显著。这一梯度特征意味着，随着数字信贷向低线城市

持续渗透，其对消费信贷正规化的推动效应仍有释放空间，互联网平台渠道是最重要的抓

手。 

以上两章分别从犯罪端和信贷端描绘了“需求”与“供给”的全景。犯罪画像显示流

动性约束是侵财犯罪的核心动机来源，信贷数据显示数字普惠金融正在以不均衡但持续深

化的方式缓解这一约束。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的因果关联？第一章的实证分析已经给

出了肯定的初步答案。在进入政策建议之前，下一章将为上述实证发现提供理论基础——

犯罪经济学如何解释“信贷→犯罪率下降”的传导机制，以及国内外文献中有哪些可资比

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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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为什么消费信贷能降低犯罪：理论逻辑 

前几章的分析已经从实证数据和微观画像两个维度展示了消费信贷发展与犯罪率下降

之间的关联。本章为这些发现提供理论支撑，回答一个基础性问题：消费信贷通过何种机

制降低犯罪率？同时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定位本报告在已有研究中的贡献与边界。 

犯罪经济学的核心框架将犯罪视为个体在合法与非法活动之间的理性选择（Becker, 

1968）。在这一框架下，消费信贷主要通过两条机制影响犯罪决策：一是缓解经济压力与

流动性约束，降低个体因“经济绝望”转向犯罪的概率；二是促进就业与创业，提高犯罪

的机会成本。以下分别展开讨论。 

本报告所称“发展消费信贷”，指通过正规持牌渠道提供适度、可负担的信贷产品

（如短期消费贷款、信用卡或数字金融服务），作为金融包容性的组成部分，帮助家庭应

对收支波动。这一界定排除了非正规高利贷和过度授信等可能引发债务风险的情形。 

机制一：缓冲垫——消费信贷如何缓解流动性约束 

消费信贷与犯罪关系的理论基础源于贝克尔（Becker, 1968）的理性犯罪模型，该模型

将犯罪视为个体基于成本—收益权衡的理性选择：当合法途径的机会成本高于犯罪预期收

益时，犯罪率下降。在此框架下，消费信贷的作用路径是：短期资金短缺导致"经济绝望"，

推动个体转向非法手段获取资源；消费信贷提供短期流动性，帮助个体应对经济冲击（如

失业、医疗支出或家庭突发事件），避免其因资金断裂而转向财产犯罪。这一机制在低收

入群体中尤为显著，因为他们往往缺乏储蓄或社会保障网作为缓冲。 

传统的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可得性、普惠金融在降低财产类犯罪的作用明显。国际文

献对这一机制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支持。在宏观层面，Khan et al.（2025）考察 2004—

2019年间 75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更高的普惠金融水平——特别是人均银行存款的增加—

—能够显著降低财产犯罪率，尤其对入室盗窃率的抑制效应最为突出。Bunting（2020）发

现住房抵押贷款发放量每增长 10个百分点，犯罪事件总数的增长率下降约 2.75个百分点。 

在微观层面，识别策略更为精细的研究进一步确认了因果关系。Di Maggio et al.（2017）

利用美国信用报告改革（移除个人破产标记）作为准自然实验，发现信贷可及性改善后，

家庭借款增加 12.4%，主要用于消费平滑，财产犯罪率下降 10%—15%，且这一效应在失业

率较高的州被放大约 20%。Morse（2011）以自然灾害作为外生冲击，发现发薪日贷款的可

用性使灾后财产犯罪率降低 6%—10%，凸显了信贷作为“社会安全网”在突发经济冲击下

的缓冲作用。 

由于美国等发达国家信贷的可得性高，且财政对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更为充分，所

以单纯的因为生活陷入困难的犯罪会被社会保障吸收。发薪日贷款（Payday Loan）是美国



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 

46 

文献中被频繁讨论的信贷类型，这是是一种短期（2-4 周）、高成本（年化利率极高，通常

在 300-400%）的现金贷款。Caskey(2010)系统性介绍了发薪日贷款正面和负面的研究，结

论是尽管经济学家进行了重大努力，但现有证据仍无法给出确凿答案，即发薪日贷款在净

效应上是否加剧或缓解客户的财务困难，可能在某些情境下帮助社区（如在灾害中提供流

动性），但整体净效应不明朗。 

尽管如此，美联储对其的态度是谨慎中性、倾向监管而非禁止，视其为高风险的替代

服务，但美联储会关注发薪日贷款的宏观指标，以此观察美国家庭财务健康水平，频繁使

用发薪日贷款的家庭更可能面临逾期、账单支付困难和缺乏应急储蓄等问题，因此发薪日

贷款使用率上升，往往意味着：1、收入波动或生活成本上升未能被工资与常规信贷吸收；

2、中低收入家庭的“财务缓冲垫”（储蓄、信用额度）在变薄（Bhutta，2014）。 

中国文献的定量研究数据主要依赖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江鸿泽、梁平汉（2022）发现数字金融指数每提升 1 个标准差，当地盗窃犯罪率显著下降

0.579 个标准差，但其识别的主要影响渠道是支付电子化降低了盗窃的预期收益（现金减少

使偷盗收益下降），而非本报告强调的流动性约束缓解机制。Li and Sun（2024）将研究时

段调整至 2015—2020 年，重复了这一结论。 

从更广义的收入与犯罪关系来看，中国的证据同样支持“经济改善降低犯罪”的命题。

易梦洁等（2023）发现精准扶贫政策实施后，贫困县的收入水平较控制组上升 10.5%，国

家级贫困县刑事案件数和犯罪人数的年增长减速 20%以上；居民年收入每增加 1%，刑事犯

罪人数的年增长率下降 0.057%。Liu et al.（2025）则发现加大社会保障体系投入也能有效

降低地方犯罪率——社会保障与消费信贷在功能上具有互补性，前者覆盖长期风险，后者

应对短期冲击。 

机制二：机会成本——信贷如何通过促进就业和创业来抑制犯罪 

消费信贷还可以通过改善就业和创业条件，间接降低犯罪率。其传导逻辑是：信贷可

及性的提升帮助个体积累信用记录、获得创业启动资金或支持就业转型，从而提高合法收

入水平，增加犯罪的机会成本。正式就业还减少了闲暇时间，降低参与犯罪活动的概率。

这一机制在低技能群体中尤为突出，因为信贷可以帮助他们跨越进入信用敏感行业的门槛。 

中国文献对这一机制提供了间接但一致的证据。尹志超等（2015）发现金融知识的提

高能够推动创业决策，其渠道是改善借款渠道、提升正规信贷的可得性、并降低金融约束

对创业精神的抑制。傅秋子等（2018）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激发了农村家庭的消

费性信贷需求，同时减少了生产性正规金融需求——后者可能反映的是数字金融降低了小

微经营者获取流动资金的交易成本，使其更容易维持经营。这些发现提示，数字金融平台

提供的消费信贷服务能够较快改善家庭的正规信贷可得性，进而降低金融约束对就业和创

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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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生动的案例显示了信贷供给对于创业的影响。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出身湖南农

村，初中毕业便在修理铺当摩托车学徒，早年他只身赴重庆创业，本钱不过两万元，却长

期被挡在正规融资渠道之外——在最艰难的几年里，他几乎借遍父母、姑舅、妹妹和朋友，

抵押了房产，还借助网络信贷平台周转，靠这些零散而高成本的非正规流动性维持研发，

直到 2017年前后引入第一位投资人才陆续还清债务；2026年，他的团队在世界超级摩托车

锦标赛上夺冠，打破了欧美日品牌数十年的垄断。这一生动的案例显示了信贷不仅可以缓

解流动性造成的生存压力，还生动的印证了其在创新、创业和就业供给上的关键作用。 

然而，目前研究较少直接验证“消费信贷→就业增加→犯罪减少”这一完整传导链条。

张丹丹等（2018）发现失业使流动人口参与犯罪的可能性增加 0.6个百分点，最低工资每上

调 100 元，每万人立案数增加 4 起（因工资上调在短期内可能增加失业）——这从反面佐

证了就业状况与犯罪率之间的紧密关联。易梦洁等（2023）的研究也检验了精准扶贫降低

犯罪率的就业渠道：精准扶贫使贫困县的劳动参与率上升 2.8个百分点，尽管就业效应对抑

制犯罪增长有一定作用，但因样本量限制，未能在中介效应检验中形成显著的中介变量。 

Zhang et al.（2022）使用 CHFS 数据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有效降低了整体犯罪率，尤

其在手机普及率较高、老年人口比例较低的地区效应更为显著，犯罪率的下降与现金交易

的减少和创业活动的促进密切相关。Yang（2025）进一步发现数字金融显著降低了盗窃犯

罪率，且部分效应通过降低失业率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抑制作用更为突出。 

此外，从更长期的视角看，消费信贷还可能通过支持教育投资和财富积累，提升社会

流动性，减少代际犯罪传导。这一效应在低收入群体和年轻群体中更为显著，但其验证需

要更长时间跨度的追踪数据，目前文献中的直接证据仍然有限。 

未竟之问：现有文献的局限与本报告的定位 

上述文献对“信贷发展降低犯罪率”的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多方面的经验证据，但

也存在共性的方法论局限，值得本报告在借鉴时予以关注。 

最突出的问题是犯罪数据的代理变量选择。中国文献几乎普遍依赖裁判文书网的判决

数据作为犯罪的测量指标，但正如本报告第二章详细论证的，裁判文书存在选择性上网

（公开率因地区和年份差异极大）和爬取缺失的双重偏差，加之从犯罪发生到最终判决的

漏斗效应，判决数据严重低估了真实犯罪规模，并可能引入系统性的测量误差。本报告选

择社会调查中居民报告的受害经历和治安评价作为被解释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

问题。 

其次，多数中国文献关注的是数字金融通过支付电子化降低盗窃预期收益的渠道，而

非消费信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犯罪动机的渠道。本报告的独特贡献在于：聚焦 DFI

指数中的“信贷”分指数而非总指数，直接检验信贷可及性——而非支付便利性——对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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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影响，并在第一章的机制检验中提供了“借款被拒绝概率下降”这一直接的传导证据。 

上述理论与文献表明，消费信贷降低犯罪率的逻辑在学理上是清晰的，在国际实证中

有多项支持性证据，在中国文献中也有间接的验证。基于全部章节的分析，下一章将提出

具体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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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以疏代堵：政策建议与结论 

本报告的实证结果与讨论明确指向：合理的信贷供给不仅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工具，

更是降低犯罪率、促进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治理利器。侵财类犯罪在本质上是“经济短缺

的非法补偿”，大量生存型、特殊负担型的街头犯罪，其根源在于流动性约束与社会保障

缺口的叠加,。为了将消费信贷的潜力转化为持久的社会治理红利，国家应鼓励并支持正规

金融机构提供合理的信贷服务。尤其是数字化金融服务具有移动化、普惠化的特点，能够

有效触达偏远地区和流动人口，其社会红利更为显著。然而，信贷的盲目扩张亦可能带来

债务风险，甚至诱发压力型犯罪。因此，必须对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提出更高要求，构建

一套安全性、普惠性与效率性并重的信贷治理体系。 

具体而言： 

1、严格准入门槛，坚持由正规持牌机构提供普惠服务 

合理的信贷供给并非单纯追求规模的扩张，而是要在安全性、普惠性、效率性之间取

得平衡。只有通过强化金融监管，将消费信贷全面纳入持牌机构框架，才能构建风险可控、

竞争有序、服务实体的信贷体系。这不仅是金融规律的要求，更是社会稳定与长期经济发

展的基石。正规持牌金融机构受严格的资本充足率、公司治理、风险控制和透明度要求的

约束。相比之下，非持牌机构往往游离于监管视野之外，容易成为风险温床。为了逐利，

这些机构可能过度向缺乏偿还能力的群体放贷，并在后续通过高利贷、暴力催收、欺诈营

销等手段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非但不能缓解经济压力，反而可能将借款人推向非法勾当

甚至暴力冲突的边缘,。监管部门应鼓励持牌金融机构在提升服务便利性的同时，确保营销

行为的合规性，严禁诱导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人群过度负债。 

2、完善征信体系，从源头阻断多头借贷与过度负债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仍不完善，缺乏全国性的覆盖绝大多数消费者所有金融借贷行为

的统一个人信用数据库，数据资源在不同平台和部门间尚未实现完全共享。因此在监管上

应该补齐信息孤岛，在部分互联网消费金融平台及多数小额贷款公司的记录尚未完全接入

央行征信系统的情况下，单个借款人极易在多个平台同时借贷，造成“多头借贷”。这种

债务叠加会导致借款人的真实负债率远超其经济承受能力，一旦资金链断裂，不仅金融机

构面临损失，借款人也可能因巨大的还款压力产生极端的犯罪动机。因此，必须强制要求

所有提供信贷服务的机构严格遵守上报央行征信的原则，同时适当放开征信市场，引入更

多的征信主体以尽量覆盖更多的消费者。 

此外，在对借款人进行授信评价时，难免会因为征信体系自身的不完善，而出现个人

收入水平造假、夸大等情况，从而导致过度授信，使得资金供给超出借款人的真实资金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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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消费信贷应有严格的资质审核，审慎避免多头借贷。这就要求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的金

融机构，在上报央行征信的前提下，在授信审批时也需查询央行征信，严格限制同一借款

人贷款余额，避免过度借贷。 

3、实施精准风控，实现授信额度与偿付能力的科学匹配 

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的金融机构应严格遵守“适当性原则”，根据消费者的实际偿付能

力提供价格适度、风险可控的金融产品。建立科学的风控体系，对借款人的信用能力进行

多维度评估。精准风控的核心在于：给出的额度既要能解决其燃眉之急（满足需求），又

要确保其不至于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陷阱（不超出能力）。在放贷后，金融机构应持续关

注借款人的财务健康状况。如果借款人出现逾期，应优先通过合法合规的协商和分期方式

解决，严禁使用超出法律边界的催收手段，以免将经济纠纷激化为严重的社会矛盾或人身

伤害事件。 

4、配备金融科普教育，塑造守信、理性信贷与自我财务管理的社会风气 

金融消费者要树立风险意识，结合自身需求选择适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遵守理性消

费原则，学会自我财物管理，履行诚信原则，增强契约精神。 

考虑到金融产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结构复杂性，单纯依靠消费者自身努力往往无法

准确识别风险。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必须肩负起科普责任，建立金融消费者教育的长效机

制。这种教育不应停留在口号上，而应作为信贷服务的配套组件。例如，在贷款申请界面，

应显著告知借贷成本、逾期后果，并提供自我财务管理的辅助工具。在业务办理及贷后管

理阶段，鼓励消费者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选择金融产品，遵守理性消费原则，学会自我财务

管理。特别是对于年轻群体，应通过教育使其理解“信贷是平滑支出的工具，而非超出能

力的额外收入”，从而避免因虚荣或攀比导致的过度借贷及其带来的社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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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数据基础、补充回归与图表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DFI）与消费信贷指数 

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The Peking University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of 

China，PKU-DFIIC，以下简称 DFI）是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蚂蚁集团研究院联

合编制的综合性指数，旨在系统衡量中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与地区差异。该指数自

2016年首次发布以来已历经六次更新，目前涵盖 2011—2023年的时间跨度，覆盖中国内地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337 个地级以上城市以及约 2800 个县域，同时具备纵向（跨

年度）和横向（跨地区）的可比性（郭峰等，2020）。 

DFI 依托蚂蚁集团支付宝账户的海量微观数据，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

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共包含 33 个具体指标，采用层次分析法加权合成。其中，

覆盖广度基于电子账户覆盖率构建，包括每万人拥有的支付宝账号数量、绑卡用户比例等，

用于反映数字金融对个人用户的触达程度；使用深度由实际使用数字金融服务的情况衡量，

涵盖支付、信贷、保险、投资、货币基金和信用服务等六大业务领域；数字化程度则反映

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包括移动化、实惠化、信用化和便利化等方面。指数越高，意味着该

地区居民获得数字金融服务的门槛越低、使用频率越高。 

本报告最核心的解释变量是 DFI 使用深度维度下的“信贷业务”分指数。该指数从个人

消费信贷和小微经营者信贷两个细分维度进行测量，具体指标包括：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

中有互联网消费贷的用户数、人均贷款笔数、人均贷款金额，以及每万支付宝成年用户中

有互联网小微经营贷的用户数、小微经营者户均贷款笔数和平均贷款金额。信贷指数越高，

表明该地区数字信贷服务的渗透率和使用强度越高。本报告选择信贷分指数而非 DFI 总指

数作为关键解释变量，是为了直接检验信贷可及性——而非数字支付便利性或金融覆盖广

度——对犯罪的影响，使实证结论与“流动性约束缓解→犯罪率下降”的理论机制更为精准

对应。 

需要指出的是，DFI 仅基于蚂蚁集团支付宝生态体系的数据，不包括微信支付、商业

银行数字化渠道等其他数字金融服务商，因此不能反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完整图景。但

在缺乏覆盖全部机构的替代指标的情况下，DFI 是目前中国学术界使用最广泛的数字普惠

金融度量工具，其发展趋势和地区差距的刻画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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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文书与行政处罚数据的采集与清洗 

一直以来研究中国犯罪问题，会面临数据的限制，很多研究都基于官方的统计数据

（胡联合，2006；陈硕、章元，2014）或者小样本调查（张丹丹等，2014；程碧茜，

2023），或官方统计数据，如《中国法律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以及各级检察院年度

工作报告等，大多都是省级的总体犯罪率数据，如公诉和批捕人数等。调查数据一般与监

狱等特定机构合作搜集。这类研究由于缺乏纵向或大规模原始数据，使得无论是犯罪行为

特征的刻画，还是行为分析的深度和可靠性，都主要以定性为主（Zhang et al., 2025）。 

2013 年末，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

规定》，要求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四级法院（最高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中级

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将生效裁判文书上传至平台。2016 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规定，

要求裁判文书“应当”公布，而不是“可以”公布。到 2025 年 11 月末，裁判文书网公布

的文书总量超过1.6亿件，其中刑事文书1000万件，刑事一审文书超过700万件。据估计，

在 2019 年，裁判文书的公布率已经达到了 80%左右，但地区之间不均衡，部分省市达到了

95%，而最低不足 70%（张雨侠，2025）。 

裁判文书网的启用，极大丰富了司法的实证研究的数据基础，尤其是采用信息抽取

（正则表达式、机器学习）和统计分析（比例、离散度），以此分析原有法律实证的命题。

更多的是经济学等多个学科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如使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

策实施后，国家级贫困县刑事案件数和刑事犯罪人数的年增长减速 20%以上（易梦洁等，

2023）。也有通过文本大数据识别方法构建了地级市层面的盗窃犯罪率面板数据，研究分

析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对抑制盗窃犯罪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江鸿泽、梁平汉，2022）。 

本章也主要采用裁判文书网的判决书作为描述犯罪行为的基本数据来源。报告检索了

2013-2022 年全部的刑事一审判决书，其中提取了侵犯财产罪分类的全部刑事一审判决书，

剔除裁决书、通知书、决定书以及混入侵财罪的其它罪名，并剔除了重复案件。原始数据

包括案号、被告、审理法院、判决日期和判决书正文等信息通过清理之后，形成初步的文

本数据库。 

为便于分析，本报告采用通义千问大语言模型（LLM）对判决书提取关键变量，如案

件发生场所类型、涉案财物金额、每案件的被告人数、审理程序，以及被告人的年龄、学

历、职业、前科、主刑类型与刑期。文书主文件的原始容量为 8Gb，共 30 多亿中文字符，

共用了 25 多亿个 token 处理文本（含生成内容）。LLM 的识别在不同的变量上准确率不同，

大约可以达到 80-90%的准确率，通过 LLM 获得提取的信息后，我们采用正则表达式

（Regex）再次提取相关变量，与 LLM 的结果匹配，如果一致，则视为准确值，如果不一

致，则视错误的原因，用 Regex 或 LLM 改换方式再提取一遍，并且人工核查。如果仍然不

一致，要么重复上面的过程，要么人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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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共获得 114 万件案件和近 150 万被告人。如下表所示： 

 

我们使用 LLM 阅读每份判决书全文，要求其提取判决认定的涉案财物金额，如果是多

种财物、多起案件，且判决书没有直接给出认定的总金额，则要求 LLM 计算所有财物的金

额之和，并且未给出估价的财物要求其据常识估价。我们同时要求 LLM 排除前科、另案处

理等案件的涉案金额。我们还采用正则表达式（Regex）的方式与 LLM 的结果比对，对于

金额在前 0.5%的案件，我们还采用 Regex 提取金额认定的句子段落，进行了人工核对。最

终我们获得了 98%案件的涉案金额。为了避免特大极值的识别错误对均值的影响，我们分

案件罪名类型对类别内的特大极值进行了缩尾处理（将 top1%的涉案金额替换为 p99 分位

的值）。此外，我们还采用 LLM 和 Regex 等方式综合计算了每个案件的被告人数量，因而

获得了每位被告人对应的涉案金额。非特别说明，所有的涉案金额均为被告人均涉案金额。 

考虑到裁判文书为法院判决环节，缺乏违法行为的治安处罚数据。本报告还收集了浙

江省行政处罚的公开数据，基本对应了公安部门的官方统计数据类型。其中与本节相关的

违法类型包括盗窃、诈骗、两抢、敲诈勒索等。该数据在浙江省政务服务网—行政处罚结

果信息公开公布，我们共获得 2018 年 4 月中旬至 2024 年底的全部数据，其中公安部门的

行政处罚信息（不含交通违法）超过 140 万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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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数据：CFPS、CHFS 与 CLD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ISSS）设计和实施的全国性、综合性长期固定样本追踪调查项目，旨在通过追踪

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

为学术研究和政策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基础。项目由北京大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共同资助。 

CFPS 样本覆盖全国 25 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

海南及港澳台），所覆盖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94.5%。2010 年基线调查实际完成 14960

户家庭、42590 位个人的访问。经基线调查界定的所有家庭成员及其此后的血缘或领养子

女被定义为“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每两年访问一次。调查问卷包括社区问卷、

家庭问卷、成人问卷和少儿问卷四种主体类型，采用计算机辅助面访（CAPI）技术。CFPS

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涵盖经济活动、教育获得、家庭关系与动态、人

口迁移、身心健康等多种研究主题，其内容基本覆盖了美国收入动态追踪调查（PSID）、

健康与退休调查（HRS）和青年追踪调查（NLSY）三大国际社会调查项目的主要内容。 

截至目前，CFPS 已完成 2010 年基线调查和 2012、2014、2016、2018、2020、2022、

2024 年七轮追踪调查，共计八轮全国调查，追踪成功率在国内同类调查中保持领先水平。

本报告使用了 CFPS 2010、2014 和 2016—2022 年的数据。其中，CFPS 2014 询问了个体对

所在地治安状况的评价以及借款需求和贷款被拒绝经历，用于第一章的治安感知回归和机

制检验；CFPS 2016—2022 的家庭经济问卷提供了房贷与消费信贷的参与率、渠道结构和



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 

55 

债务存量数据，用于第四章的家庭信贷结构分析。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是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

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抽样调查项目，旨在收集家庭金融微观层面

的系统性信息，是中国家庭金融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全面的专项调查。项目由甘犁教授

领衔的研究团队设计和执行。 

CHFS 基线调查始于 2011 年，此后每两年追踪调查一次，目前已成功实施七轮全国调

查（2011、2013、2015、2017、2019、2021、2023 年）。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规模度

量成比例（PPS）的抽样设计，样本覆盖不断扩大：2011 年首轮调查完成 8438 户家庭、

29324 人的访问；至 2019 年第五轮调查，样本已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343 个区县、1360 个村（居）委会，样本规模达 34643 户；2021 年第六轮调查进一步扩大

至 40011 户家庭和 127012 名个体，分布于 29 个省、355 个县（区、县级市）、1481 个社

区，数据具有全国及省级代表性。调查采用计算机辅助面访系统（CAPI），访员主要由经

过专业培训的西南财经大学学生担任，每户家庭的调查时间超过 90 分钟。 

CHFS 的调查内容涵盖住房资产与金融资产、负债与信贷约束、收入与消费、社会保

障与保险、代际转移支付、人口特征与就业、支付习惯等方面，对家庭经济和金融行为进

行了全面细致的刻画。本报告使用了 CHFS 2015、2017 和 2019 年的数据。其中，CHFS 

2015 提供了家庭遭遇诈骗事件的受害比例，用于第二章的“感治安”析；CHFS 2017 和 2019

年的面板数据提供了家庭消费贷款的渠道结构（总消费贷、机构渠道、银行渠道、非银行

渠道、互联网平台渠道）等变量，用于第四章的双向固定效应回归分析。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CLDS）是由中山大学社会

科学调查中心设计和执行的全国性大型追踪调查项目，也是国内第一个以劳动力为主题的

全国性跟踪调查。项目通过对中国城乡村居进行每两年一次的追踪调查，建立了以劳动力

为核心调查对象的综合性数据库，涵盖劳动力个体、家庭和社区三个层次的追踪与横截面

数据，为劳动经济学、社会学、公共卫生等多学科的实证研究提供基础数据。 

CLDS 以 15—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调查对象，聚焦劳动力的教育、就业、劳动权益、

职业流动、职业保护与健康、职业满足感和幸福感等核心议题，同时对劳动力所在社区的

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家庭的人口结构、财产与收入、消费、农村生产和土地等多

方面开展调查。调查样本覆盖中国 29 个省市（除港澳台、西藏、海南外），采用多阶段、

多层次、与劳动力规模成比例的概率抽样方法，并在国内率先采用轮换样本追踪方式——

将样本随机分为四份，每份连续跟踪四轮（六年）后退出，同时补充新的轮换样本，以适

应中国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兼顾追踪与横截面调查的双重需求。 



消费信贷的社会红利 

56 

CLDS 于 2011 年在广东省完成试调查，2012 年开展全国基线调查，此后分别于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完成三轮追踪调查。2014 年调查完成 401 个村居问卷、14226 份家庭

问卷和 23594 份劳动力个体问卷，具有全国代表性、东中西部各自代表性、广东省代表性

及珠三角代表性。本报告使用了 CLDS 2012、2014 和 2016 年三轮数据。CLDS 的个体问卷

询问了受访者在过去 12 个月内是否遭遇被殴打、被骗、被偷、被恐吓勒索和被抢等事件，

这些变量是第一章核心实证分析的被解释变量——我们将个体层面的受害经历汇总至省份

层面计算事件发生比例，用于检验消费信贷发展对侵财事件发生率的影响。CLDS 对广东

等省份存在超抽，报告在稳健性检验中使用了个体权重进行加权调整。 

 
 

为何不用判决数据衡量犯罪：代理变量的选择 

现有中国犯罪相关研究在微观数据上过于依赖裁判文书网的数据，这是目前唯一一份

可以汇总县地级市、区县层面，且分案件罪名类型的微观数据。但裁判文书网微观数据汇

总到地区和罪名层级存在缺陷，影响了其作为分地区（特定罪名）犯罪的代表性。 

首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案件与实际的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并且地区间的上网

率不平衡。这影响了地区-年份的面板数据的有效性。张雨侠（2024）采用一系列测算方法

估计了中国 2016-2019 年裁判文书的公开率，并估算了分省层面的公开率。裁判文书的公

开率在 2016-2019 年出现了长足的进步，从 60%上升到 80%，在全国和分省层面，时间上

有趋势效应。在分省层面，公开率差异极大，2016 年从 25%-89.1%，2019 年为 26.4%至

94.8%。这意味着使用分省或者分地市构建面板数据，内生自带了测量误差，无法消除。 

其次，即使不考虑裁判文书网的文书公开率，将文书从网上爬下来也会存在缺失，据

本报告比对多个来源的裁判文书网数据，较多研究使用的数据即为马克数据网爬取的数据，

亦是网上广为流传的数据库。该份数据在 2017 年及之前，每年的数据比文书网大致要缺失

30%，2018 年和 2019 年更是缺失了 66%和 53%的数据。2018 年和 2019 年数据的缺失，使

得如果将 2014-2019 年的时间段为研究对象，那么文书网自带了数据下跌的趋势，这也会

影响使用 DID 和断点回归的研究结论。 

最后，本报告在第四章详述了犯罪黑数的存在，从犯罪行为发生，到最终成为判决的

案件，留存案件仅为实际犯罪数量的 0.66%到 2%。这意味着受害者报案、刑事立案、送检、

起诉、决定收案等环节的转化率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判决留存率。这时有罪判决会与当地报

案的习惯、公安立案的倾向、检察院不批捕与不起诉等都有关系。往往会出现好讼的风气

会推高犯罪率，但好讼可能会形成对犯罪行为的震慑而降低该地的犯罪发生率。 

鉴于此，本报告优先考虑采用实际犯罪行为的发生作为因变量，也会采用居民对本地

治安水平的评价，这些都是从全部居民的体感治安水平出发的犯罪状况，更贴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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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回归结果和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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